第二章　遗址

遗址，指故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及毁坏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地。保护所有这些遗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方面。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对以下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必须提出发掘计划，报经有关文物行政主管批准；限于人力、物力和科学保护技术水平的滞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里，大多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为主进行考古发掘，任务艰巨，成绩巨大。

第一节　居住遗址

房山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

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在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主持下，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掘。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使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类化石宝库之一。

“北京人”遗址

“北京人”，即北京猿人。“北京人”遗址主要是指周口店第一地点厚达40米的文化层堆积，因在该文化层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而得名。
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13层，其年代经碳－14、热释光、铀系裂变径迹、氨基酸和古地磁等6种方法综合测定，其底部堆积（第13层）形成于60万年前，顶部堆积（第1层—第3层）形成于20万年前，从距今60万年至20万年前的约50万年间，是北京猿人遗址的堆积年代。

遗址中共发现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断片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1件，月骨1件，大约代表老、少、幼、男、女40多个个体。这些化石最早的见于第11层堆积，最晚的见于第3层堆积，表明已发现的40个北京猿人个体，是生活在周口店遗址的距今40万年至1万多年的古人类。

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石器数以万计，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制法为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石器，是北京猿人文化的重要标志。

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100多种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90多种，包括54种大型哺乳动物，其中个体数量多，层位分布广，具有代表性的有食肉类的中国鬣狗，偶蹄类的肿骨鹿和葛氏斑鹿，可能还包括奇蹄类的周口店双角犀和三门马，还有象、裴氏转角羚羊、盘羊等。鸟类化石也很多，共62种1000件以上。

当时北京人遗址周围的山川大势与今日变化不大，只是山体高差略小些。现在西自拒马河一带，东抵房山区所在地，在当时不是平原，而是一片低丘宽谷。古气候总的看比现在略温暖些或大致相当，属于温带气候。

北京猿人遗址的堆积形成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早期为周口河灌入的河流砂砾沉积，中期有来自裂隙和暗河注入的细粒沉积，晚期多为周围山坡上的片流堆积。在这自然堆积过程中，有北京猿人活动的灰烬堆积、遗弃物堆积及因岩壁崩塌的大块灰岩重力堆积。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被逐渐填满，加之可能因古地震影响造成的洞顶坍塌，北京猿人遗址（第一地点洞穴）已失去了居住的条件。约在距今23万年前，北京猿人离开了遗址，迁居到其他地方。

第一个猿人头骨化石复原后放在协和医院保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遗失，至今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和古人类学工作者对北京猿人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并建立了遗址博物馆。1961年，北京猿人遗址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使北京猿人遗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黄土梁遗址

旧石器时代早期。1990年4月在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发现，遗址位于密云县上甸子乡黄土梁砖厂，潮河第三级阶地上。石制品16件出自黄土地层中，34件采自地表。其中包括石核12件，石片19件，刮削器4件，砍砸器5件，有人工打击痕迹石块10件。根据遗址的地质、地貌和石制品的性质分析，该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首次在密云县发现旧石器，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长哨营遗址

1991年春，文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平谷、怀柔两区进行史前遗址调查。

怀柔长哨营乡长哨营村北5米处，该地点获得6件石制品，其中5件出于地层、1件采自阶地表面，文化遗物出自汤河第二层阶地的黄土和黄土底砾中。

石片4件，石器2件。

石片1号：天然台面石片正背面均为砾石面，腹面半锥体不明显，打击泡较凸，石片角72°。

石片2号：素台面石片、半锥体打击为微凸，背面有从一个方向打击的6个石片疤，石片角118°。

石片3号：有疤台面石片，台面上有两个疤、半锥体和打击泡微凸，背面有来自两个方向打片的5个石片疤，石片远端稍残。石片角118°。

石片4号：是一个断片，中间部分。

石器5号为单刃砍砸器，以厚石片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形成弧形刃缘，刃角76°左右。

石器6号为石锤呈椭圆形，石锤一端有因打片或加工石器形成的斑点状小坑疤。

以上石制品，原料单调，大多为安山岩，另还有石英岩加工石器，选材主要为厚石片，石器组合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刮削器及石锤。石器第二步加工粗糙，刃缘不平齐，大多石制品都保留砾石面，在打制过程中石核利用率较。

怀柔旧石器的发现，为探讨北京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研究北京地区的史前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第四地点遗址

第四地点遗址是指周口店第四地点（于1967年发现）。第四地点是一处洞口朝南的石灰岩洞穴，从洞口到洞室有一段似天窗的裂隙相通。197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人清理了洞内的堆积物，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文化中期的古人类化石。洞内的文化层堆积中有显著的灰烬和一些动物化石、石器及烧过骨。

在洞内发掘出男性个体左上第一前臼齿1枚。牙齿形态比北京猿人的牙齿进步，各项测量数据介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虽然洞内发现的人类化石资料很少，但它填补了北京猿人至山顶洞人之间的缺环。第四地点遗址堆积中的哺乳动物化石至少有33属40种，按其性质可分为3类，第一类代表北京猿人时期的残存属种，主要有硕猕猴、披毛犀、翁氏鼢鼠、肿骨鹿等；第二类代表新洞堆积时期出现的属种，即新出现的晚更新世的典型代表，如岩松鼠和赤鹿等；第三类是一些第四纪早期至晚期的属种，这类标本在第四地点遗址中的比例最大。这说明第四地点动物群的许多种类是从中更新世（北京猿人时代）延续下来，但又出现了晚更新世的新的典型属种，属晚更新世初期，即旧石器时代中期。经碳－14、热释光、铀系等方法测定，第四地点遗址堆积物的年代，大约距今10万年左右。

马家坟遗址

1990年3月，在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时发现，遗址位于平谷区东部红石坎泉水河右岸，地理坐标北纬40°11′1″，东经117°19′47″。该地点附近露出的基岩主要为元古代的紫红色页岩。岩石遭风化侵蚀后形成缓状丘陵。它们有的裸露，有的被黄土和河流的沉积物所覆盖。在红石坎河两岸发育有二级阶地。第二级阶地为其座阶地，高出河面约15米左右，上部为灰黄色粉砂土，下部为褐黄色砂质黏土。野外考察中，在这层褐黄色砂质黏土层中获得石制品19件，另有7件脱离了层位。这些石制品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3类。石核有单台面和双台面两种。石片大多数是小型的，长度在50毫米以下。石片台面形态多不太规整，台面大的长125毫米，宽43毫米，小的长7毫米，宽4毫米，一般的长15毫米至40毫米，宽在10毫米左右。这些石片分为天然台面石片，有脊台面石片，有疤台面石片，素台面石片，修理台面石片和缺台面石片6种。石器全为刮削器，根据刃缘的形状分为单凸刃，单直刃和单凹刃3种。上述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燧石。根据遗址的地质地貌和文化遗物的特征，初步确定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即考古学年代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是继北京周口店发现旧石器文化以来，在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发现。

“山顶洞人”遗址

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是“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是因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洞穴位于周口店龙骨山顶而得名。山顶洞于1930年发现，1933年至1934年发掘，在遗址中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头骨3具，头骨残片3片，下颌骨4件，下颌残片3块，脊椎骨、肢骨和零星牙齿10枚；代表8个或10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其中5具属成年，1具为少年，2具为儿童，成年的5具中男性2具，女性3具，其余3具少年儿童性别特征不明显。

对遗址堆积中动物化石和同层位堆积物进行的年代经测定结果为：上部堆积距今约10500年；下部堆积约18000年。山顶洞遗址中发现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果子狸和猎豹等温暖气候的代表动物，可能反映整个山顶洞遗址经历了从温暖的间冰期向寒冷期气候的过渡，这一时期也是周口店地区第四纪最寒冷的时期。

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

1996年12月28日，在北京市中心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地下12米深处发现旧石器遗址。其重要价值主要在两个“首次”上。第一，它是世界上首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中心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第二，这个遗址记录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北京平原地区的活动，这在以山区发掘为主的北京旧石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正是这两个“首次”，引起国内外学术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人们研究近3万年来北京市区环境变迁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遗址的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米，在上下相距深度约1米的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制品、用火标本和赤铁矿块等，共计

2000余件。遗址距今约24000多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今的东方广场

是当年古人类临时活动的营地。如今，“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已经落成，重要遗迹已迁回位于东方广场地下3层的博物馆展厅。这一近50平方米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转年遗址

1992年3月在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中发现。该遗址位于怀柔区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第二级阶地上，南北长80米，东西宽30米，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3米至4米。由于发现时农民正在平整土地，文化层堆积已被推土机铲掉1米至2米。从遗址断壁和试掘情况分析，原文化堆积可分四层：第一层耕土，厚约0．8米；第二层灰色土，厚0．5米至1米，包含有战国时期的鱼骨盆残片等；第三层黄色沙黏土，厚1米至2米，含少量商周时期的夹砂灰褐陶鬲足和盆、罐口沿残片等；第四层黑灰沙黏土，厚0．3米至1米，含炭屑，红烧土块，石片、石叶、刮削器和细石核，还有少量素面夹砂褐陶片等，其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9800年左右。这些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古代自然环境增添了新资料。

上宅遗址

上宅遗址位于平谷区东17公里上宅村北的一块山前台地上。这里南临河，北靠金山。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5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至4米。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普查中发现并进行小规模清理，1985年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平谷区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上宅考古队，对上宅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至1988年结束。共发掘3500

余平方米，出土陶器、石器等遗物3000余件。通过发掘，证实了上宅遗址的文化内涵是北京东部地区距今7500年至6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一种有独立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类型。根据对上宅遗存的研究及考古界专家的意见，为了区别于已知的北方新石器文化，对上宅遗址所代表的典型文化遗存取名为上宅文化。

上宅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有深腹罐、鼓腹罐、钵、圈足钵、碗、杯、盅、舟形器、勺等，陶质以夹砂羼滑石粉为主，烧成火候不高，还有少量泥陶。夹砂陶以红褐色为主，均为手制，器表多饰有压印“之”字纹、抹压条纹、刮条纹、篦点纹、剔刺麻点纹和刻划纹等。还有可能是用于祭祀用的鸟首形镂孔器和鸟首形陶柱。陶质工艺品有猪头、羊头、熊头、海马、蛇等动物小型塑像及耳珰形器和空心陶球、网坠等。

遗址出土的石器约2000件，有打制、琢制和磨制的大型石器，也有细石器。大型石器以盘状器和单面起脊的斧状器数量最多，其次是不同形状的砧石。磨制精致的有石斧、石铲，还有石磨盘、石磨棒和锄形器。细石器多为间接打制法制成的长条形石片，种类有石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刀、复合刃器等。还有打猎用的掷球、弹丸；雕刻工艺品有小石猴（人面蝉身坠饰）、小石龟，还有“山”字形器和耳珰形器。

根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上宅遗址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上宅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陶器的种类很少，器类单一，主要是一种含滑石粉的夹砂厚胎大口深腹筒形罐，器表呈黄褐色，厚唇，口沿下饰数圈凹弦纹，其下有一匝麻点状附加堆纹，以下为网状棱形纹。未见泥制陶，石器很少。其年代约为距今7500年左右。第二期为上宅遗存的典型代表，陶、石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上宅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主要是指这一期的遗存。这一期又可分为早段和晚段二期。早段主要是以上宅遗址第7层为代表，陶器中夹砂陶和掺有滑石粉的陶质占大多数，烧成温度较低陶质显得很粗糙；晚段泥质陶明显增多，并出现了细泥陶，烧成温度增高，胎质较硬。陶器上的纹饰早段主要是抹压条纹、刮条纹、“之”字纹和篦点纹，显得模糊，有粗糙之感；晚段的纹饰种类明显增多，如方格形纹、“回”字形纹、波折纹，还有很多随意画上的几何形纹饰，主要纹饰也显得精细，“之”字纹、篦点纹组成的双∽纹很有规律。早段器形以深腹罐、钵为主，口沿部唇圆厚、罐口微侈；晚段则出现了一些新器形，如鼓腹罐，舟形器，细泥陶钵、碗等，圆足器明显增多，罐腹变浅，口沿唇部变薄并有圆尖唇。第三期陶器出土于第三层，数量不多，以细泥红陶为主，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以素面为主。

在对上宅遗址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邀请了其他学科的专家，以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对上宅遗址当时的地貌、环境、植被、气候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认了上宅遗址的第8层（即第一期文化）应是在一个干冷的环境中形成的，它的时代大约在距今7500年以前。这一期的陶器与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陶器极为相似，为我们寻求上宅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上宅文化的范围应在长城以南，包括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唐山地区、廊坊地区，它应源于长城以北的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是我国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文化。2001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北埝头遗址

北埝头遗址位于平谷区西北7．5公里的北埝头村西台地上，自北部燕山支脉发源的错河，经遗址北部流向东南，汇入泃河。遗址高出河床7米，遗址东西宽50米，南北长120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至2．5米，有两汉时期的墓葬打破早期遗址。

1984年，北京市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当时清理了10座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1988年秋、1989年春，又两次对北埝头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6座及属于上宅文化范畴的陶器石器等遗物数百件。其中陶器多为夹砂黄褐陶深腹罐，罐腹饰以竖压横带“之”字纹，碗、钵、圈足钵腹部饰以由“之”字纹或篦点纹组成的双∽纹；还有鼓腹罐、杯、圆泥盘和小陶饼等，纹饰还有刮条纹、剔刺麻点纹、划纹等，也有部分素面橘红色泥质陶，用于祭祀用的鸟首形镂孔器。石器以盘状器数量最多，还有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石饼、坠等。制法有打制、琢制、磨制三种，还有一些细石器，如柳叶形石刀、尖状器、刮削器及石片、石核等。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与上宅遗址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只是代表器物深腹罐上的纹饰，上宅遗址的皆为抹压条纹，不见“之”字纹深腹罐，而北埝头遗址中的深腹罐都饰“之”字纹而不见抹压条纹。由此可见，北埝头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应是上宅文化的一部分，而又区别于上宅遗存。

北埝头遗址发现的16座居住遗迹，填补了上宅遗址中缺少居住址的空白。北埝头遗址中的居住址均为半地穴式，柱洞在室内四壁，无明显室门的迹象，很可能像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的居住址一样，无室门而可能用短梯出入室内外，既可保温，又可抵御野兽的侵袭。深腹罐放在室内地面上或埋在室内地下，其口沿略高于居住面，用以放置炭火以保存火种。这种建筑形式是北方新石器文化的风格和特点。

北埝头遗址新石器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至6500年左右。2001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燕落寨遗址

遗址位于密云县西南3公里河槽乡燕落寨村南，潮、白河交汇处以北500米处的沙丘上。遗址破坏严重，现存面积约400平方米。在考古调查中曾发现有残存的锅底形灰坑遗迹，在灰坑内和附近地面上发现有陶片和石器等遗物。陶器均为手制，陶质有泥质红陶、夹砂褐陶和少量的红褐色掺云母陶三种；器表多素面，少量陶器表面饰划纹或压印弦纹等。有些陶器因火候不匀，器表红褐相间，颜色斑驳。器形有直腹弦纹罐、折腹素面罐、敛口钵、侈口钵“红顶碗”、壶、盆等多种。发现的石器有磨制和琢制的两种，其种类有弧顶弧刃和楔形石斧、柱状和月牙状石磨棒及石杵等。根据陶器和石器特点分析对比，推断燕落寨遗址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

镇江营新石器遗址和商周遗址
位于房山区南尚乐乡镇江营村北的台地上，东傍北拒马河，北面10公里、西面5公里处即是太行山余脉，南面是华北平原。台地平面近似方形，海拔高90米，高出河床12米，地表平坦，原为农田。中部有一条清朝末年修西陵采石而成的大沟，深达5米，断面暴露灰土、生土及岩石。遗址现存面积15000平方米。1958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压在商周文化堆积之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自1986年至1990年连续发掘面积达1200平方米。由于遗址上部为商周文化层，新石器时代遗存仅存灰坑，多已残破。遗存分为三期文化：

镇江营一期文化，时代属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性器物中陶器有夹云母红陶釜、支脚、盆、盂、器盖、三足钵、带把钵、小口双耳壶、鼎、夹砂釜、泥质红陶盆、红陶碗（钵）、小口双耳壶，石器多为砍砸器、刮削器、打磨器、细石叶等。

镇江营二期文化，时代属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代表性器物有夹云母双耳罐、深腹盆、泥质彩陶钵等。

镇江营三期文化，相当于龙山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器物有夹沙鬲、甗、斝、罐、夹云母碗、泥质鼎、曲腹盆、器盖、罐等。

镇江营一期文化有2个碳－14测定数据：BK89051（H1095），距今9040年±270年；BK89053（H1067②），距今8030年±180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1958年房山考古调查时，发现早于战国的商周遗物。1986年至1990年进行了发掘，发掘探方49个，面积1200平方米，灰坑1100座，房址13座，墓葬6座。文化层厚2米多，遗迹间关系复杂；遗存的年代跨越了商、西周、东周几个时期。

商时期文化，为商代的燕族文化，主要器物有石钺、夹砂灰陶侈口筒腹分裆鬲、折沿孤裆鬲、瓮、四系罐（壶）、甗、泥质簋、罐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侈口筒腹分裆鬲，它可见于燕山南北两麓，是典型的北方风格器物；而且，制作这种鬲足的“炮弹形”陶模具也被发现。

西周时期文化，属周代所封之燕文化，大量的器物是夹云母折沿袋足鬲，以及罐、瓮、甑、盆，泥质簋、壶、盂。泥质簋形制特殊，高喇叭状圈足极似中原地区的豆柄。另外有石斧、石锛、石凿、鹿角钁、骨针、骨笄（最长一件为37．4厘米）等物。
战国时期文化，主要器物为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罐、甑、豆以及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

雪山遗址

遗址位于昌平区城西4公里处雪山山丘以南的一片缓坡之上，遗址范围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约800余米。该遗址是1960年修铁路时发现的，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此首次进行了实习发掘。1981年至198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又重新对遗址做了调查与发掘工作。在雪山遗址发现了战国、西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新石器时代4个时期的文化层堆积。雪山遗址分为四期文化。一、二期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雪山一期发现的灰坑遗迹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圆形灰坑壁较直，平底，直筒状，是贮藏物品用的。椭圆形的灰坑多数是废弃的土坑。其中，发现一个直径1．8米至2．3米的椭圆形灰坑，在坑的东北壁下留存有红烧土圈，范围0．7米至0．8米之间，厚3厘米至5厘米。在烧土周围有几块经火烧过的石块和一件完整的陶罐。坑内未发现柱穴痕迹，推测这个灰坑是“半地穴”式窝棚一类临时性活动处所。此期陶器以素面的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掺贝粉的泥质红陶。有些陶器表面经过压光，少数罐底发现有编织席痕。陶器均为手制。器形有做炊器的敞口罐。贮水的小口高领罐及敛口钵、壶、盆、豆、纺轮等。石器以磨制为主，种类有斧、凿、刀、磨棒、环、镞等。雪山一期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或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雪山二期发现有椭圆形半地穴式的房场地基，在房址东南方向开有斜坡门道，在门道中部和穴壁两侧地面上发现有柱洞遗迹，室内地面中部附近有柱础石和烧灶的红烧土圈。此期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灰陶和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次有篮纹、弦纹、方格纹和少数的附加堆纹。制作陶器以轮制为主。器形中罐的数量最多，其次有鬲、、双腹盆、曲腹碗、豆、斝、“V”形鼎足、器盖、杯、珠、环等多种。石器以磨制的石斧数量最多，其次有凿、刀、环、镞、刮削器。雪山二期的文化遗存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雪山三期出土的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夹划纹，主要的器物有折腹盆，深腹罐，残铜刀、环等，此期文化遗存属燕山以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其年代应为夏代。

雪山四期，包括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较少，主要发现有饰绳做的类砂灰陶鬲和泥质灰陶罐的残片；战国时期的陶器发现有夹云母粉的粗绳纹红褐色圆底深腹罐、深腹罐形鬲、泥质灰陶鼎等。雪山遗址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公布的重点文物埋藏区。

刘家河遗址

遗址位于平谷区南独乐河乡刘家河村西南，海子北干渠以北，分为遗址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墓葬区位于遗址区北部的山坡下。1977年8月，刘家河村民取土时发现一座铜器墓，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据此在该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在距铜器墓东南14米处又发现一座陶器墓。铜器墓已被破坏，出土随葬器物40余件，有金臂钏2件，金耳环和笄各1件。铜礼器16件，有弦纹鼎、鬲、甗、爵、卣、斝、罍、瓿各1件，小方鼎、兽面纹鼎、盘、盉各2件，兵器有铁刃铜钺1件，另有铜当卢、人面形饰等。玉器有斧、柄、璜等。陶器未见整器，出土残片器形有鬲、罐等。葬具及骨架已朽烂。墓葬的年代为商代中期。

陶器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距地表深1．1米，残长2．1米，宽1．9米。无葬具，人骨已朽。从小腿交叉的残肢痕推断，墓主人头东足西，仰身小腿交叉而葬。墓内出土随葬陶器21件，主要器形为折肩罐和折腹盆。折肩罐肩以下施绳纹夹划纹纹饰及一件有彩绘痕的折肩罐。折腹盆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纹饰和器物，其年代也当在商代中期。

在遗址区地面上散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调查中还发现椭圆形灰坑一个，直径2．6米至3米，坑内堆积分为4层；出土陶器以泥质和夹砂黑衣陶为主，其次是夹砂褐陶，素面磨光陶数量最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次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和篮纹等。器形有罐、盆、盘、碗等。其中一件薄胎灰陶盆和一件黑衣磨光宽沿圈足盘、篮纹灰陶片等，具有浓厚的龙山文化风格，推断灰坑的年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阶段。

琉璃河商周遗址

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地区境内，距北京市市区43公里。范围包括琉璃河地区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落，整个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大石河即琉璃河，古称圣水流经遗址的西侧与南侧，北侧是京石公路，京广铁路则从遗址的中部穿过。在遗址台地的断崖上一些灰坑、灰层等古代遗迹清晰可见。

这处古代文化遗址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正式发掘，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实践，已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遗址包含了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和研究，认定这处古代文化遗址应属商、周二代的古文化遗存，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在已发掘的居住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过的房基，使用过的窖穴，以及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除属西周时期的遗物、遗迹外，在一些使用过的灰坑中，也发现了属于商代的遗物。

古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城墙有的地段在地面上还留有1米多高的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留在地面上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但从远处望去，整个城址仍比周围地面高出1米有余，古城风貌犹存。经过钻探和发掘，得知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段，地下尚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尤其是城址的东北角和西南角保存最佳。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段长约300米；南城墙及东、西二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2米多深的护城壕沟。据已知的城墙长度和东北、西南二城角的具体位置，推测古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

埋在地下的墙基，虽已属断壁残垣，但通过考古发掘，对城墙的修建方法、建筑技术、墙体结构以及所用工具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这座古城的修建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所打破，这就说明这座古城的修建年代，最迟不能晚于西周初期。

1995年8月至11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对琉璃河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560余平方米。

发掘周代古城内的居住遗址、灰坑及城墙、排水沟，出土陶器、卜骨等。1995年11月，对京广铁路以西黄土城村原墓葬区的一区发掘10米×10米探方两个，实际揭露面积171．5平方米；共10座墓葬、8座灰坑，出土陶、玉、原始瓷、漆器、玛瑙珠项饰等，及殉人尸骨坑等。1996年秋，在燕都遗址发掘的灰坑“96G11H108”中发现数十块占卜龟甲；其中三片刻有文字，三片刻字龟甲均为腹甲，共有8字，分属两个个体，H108①4刻有“成周”二字，H108①5残存四字“其□余”，H108③10刻“用贞”。琉璃河遗址西周甲骨文出土，是西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西周甲骨提供了新的材料。

墓葬区集中在遗址中部的黄土坡村，为工作方便，以京广铁路为自然分界线，把分布在铁路以西的墓葬定为墓葬Ⅰ区，铁路以东的定为墓葬Ⅱ区。到1986年冬为止，两区共发掘属于商、周时代的墓葬近300余座，车马坑近30余座。
从墓葬及其众多的出土器物以及古城址的存在，再加遗址本身的范围来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可知在3000多年以前，以古城址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绝非是一般的村落，而是有过它的一段辉煌历史。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可以肯定，这里应是西周初期燕国的封地；而古城址就是燕国当时的都城，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考古的实践，同时也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

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是建国以来北京地区商周考古工作中一项重大的收获，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对北京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周初燕国历史的研究，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此，1988年国务院将琉璃河商周遗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发掘，基本确定了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早期的燕国始封地，但对于城址的年代，则被定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遗民和周人墓两种。

1995年以来的发掘重点是城址和居址。在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中发现了刻有“成周”等字样的3片带字甲骨。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纳入了工程中，并承担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课题。

根据1995年至1998年对城址和居址的发掘结果看，遗址内应有3种文化共存：商文化、周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至今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土的遗物看，可以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便于确定早期燕文化及为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

张营遗址

张营遗址距昌平区城东北4公里，位于东沙河以东张营村附近的一片平缓的坡地之上。遗址地势略高于周围地面呈土丘状，现存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2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9年4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面积250平方米。

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薄不均，一般在1米至2米之间。地层堆积分为6层。第1层耕土层下为文化层堆积；第2层为唐辽时期的堆积；第3层至第6层为夏商时期的文化层堆积，也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重点。共发现夏商时期的灰坑21个。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两种。发现平面呈葫芦形的居住房址地基遗迹一处。在房内东北角发现方形抹角的灶坑，灶坑表面有一层很硬的红烧土面。在房址东壁发现柱穴遗迹一个。在第3层至第6层的遗址内出土铜器有刀、凿、锥、渔叉、镞、喇叭形耳环等10余件。石器有镰刀、斧、刀、凿、范、磨石、石环以及属于细石器的镞、刮削器等70余件，出土的陶器有鬲、瓮、罐、盆、折腹盆、钵、杯、陶拍子、陶垫、纺轮等多种。

在第6层内出土陶器外表多施以细绳纹，有些鬲口沿饰花边，这些做法有些接近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特点。还有两件鬲口沿与昌平雪山二期出土的卷沿鬲口基本相同。因此，推测第6层的年代为夏代。第5层出土的喇叭形铜耳环和折腹盆，是北方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常见的典型器物。与这些器物同出的一种灰陶方唇鬲口沿和带锥状高实足根鬲足，与河南郑州二里岗下层出土的陶鬲近似。第5层出土的一件宽沿粗绳纹平底灰陶盆与安阳殷墟一期的同类器近似，因此，推断第5层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早期至商代中期偏早阶段。

张营遗址已被列为北京市政府第一批公布的重要文物埋藏区。

龙坡遗址

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位于平谷区夏各庄乡安固村东。南面台地为东大寺遗址，西面是场院，社员取土已挖掉遗址西侧一部分。现存遗址南北长110米，东西宽100米，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10米，包含物比较丰富，曾出土西周时期的大足鬲、盆、罐口沿等残片，还有磨制石器、青铜器残片，并有战国时代的瓮棺葬和汉代墓葬。

张坊乡片上村西周遗址

位于房山区张坊乡片上村西南，拒马河出山处东岸的最高台地上，海拔高140米。台地平面近似葫芦形，大致分3个阶地。1986年调查时，在第二阶地发现厚80厘米的含灰粒红褐土文化层；台地顶部北侧有一夯土台，因平整土地时破坏，只剩下等腰三角形的一块，顶角向北。现存南北长12．5米，东西宽10米，高约5米，底部不平，破坏了原文化层及灰坑。夯层厚3厘米至15厘米，上部夯层较薄，下部较厚，内含陶片和碎片，土色红黄灰相杂。夯窝图形，排列密集，直径3．5厘米至4厘米，深1．5厘米。文化层中出土的绳纹鬲具有西周时期特征，灰坑中出土陶罐的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晚期。这是一处建于西周遗址之上的战国时期夯台遗址，其地势险峻，扼守拒马河出山之要径，显然与战国时期的军事防御有关。遗址时代为西周至战国中晚期。

金代葆台遗址

金代葆台遗址位于丰台区郭公庄西南隅，距城15公里。于1974年8月，在发掘大葆台1号汉墓时，在墓道的右侧，发现一座破坏严重的建筑遗址。1975年4月，在发掘二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一座金代砖井。
建筑遗址坐西朝东，南北长11米，东西宽10．50米，已残破不全。从残迹观察，是一座西房，另有北房等建筑。西房前是庭院，西房南北长10．17米，东西宽6．80米，开间不清。在西房前列正中，有三瓣蚕翅踏道，呈斜坡状，南北长2．2米，东西宽0．76米。院子的北侧，留有一排东西向陡砌条砖。它的内侧是不连贯的残存东西向的六排铺地砖。院子的南侧，仅留一排陡砌条砖和东西向平铺顺砌条砖。

在西房内曾出土有宋“元
重宝”、金“大定通宝”等钱币，还有铁马蹬、白釉碗。在院内出土有墨釉罐等以及不少砖、瓦等建筑构件。

砖井遗址，圆形，井底略大于井口。现存井口比地面高出1．8米，砖井径1．4米、深8米。井底有圆形木制井盘，厚5厘米，保存完好。
出土文物有瓷器、铁器、铜钱以及建筑构件等。而其中酱釉鸡腿瓶、白釉褐花碗、铁六釜、铁铡刀、兽面瓦当及重唇板瓦等皆与北京地区金代墓葬和遗址出土物相似，特别是出土的两种金代铜钱中，有一枚是章宗时的“泰和重宝”。

其遗址范围较广，据考古钻探，它南北长百米，东西宽百米，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目前清理的仅仅是北部边缘的一角。据（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记载：“葆台，在南城之南，去城三十里。古老相传，明昌时李妃避暑之台。无碑。志所记有寺甚壮丽。乃故京药师之院也。”文献记载与遗址正合。据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文物，可以确定大葆台建筑遗址为金代。

金代遗址

1971年8月在右安门内里仁街前进棉纺厂院内，距地表3．5米处，发现一古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左右。在文化层底部约40厘米处发现残铜罍，残高25厘米，口径13厘米，口沿微侈，圆腹圈足，通体布满纹饰，颈部有弦纹二道，肩部布圆涡纹，腹部饰饕餮纹和云雷纹，圈足外布勾云纹，腹两侧置对称耳环，正面腹下有素鼻纽一。罍底部内面，阴刻铭文四行：“唯宣和四年八月甲辰、帝命作壶，赐太尉□□，祀其先，子子孙孙其永保之。”与罍伴出有定窑白瓷残片及北宋至道、皇、熙宁和金正隆、大定等铜钱。此铜罍应系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掳宋徽、钦二帝，并搜刮汴梁的金银财宝、卤簿礼器等物至燕山物品之一。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内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代北城墙基下。遗址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主院、东、西跨院组成。主院正中偏北是由三间正屋和东西耳室组成；面阔五间北房，前出轩廊，后有抱厦，这五间北房建筑在一高80厘米的高大台基上。正房前有东西厢房，院落之间铺砌甬道相互贯通。西院南部已大部分被破坏，仅在北部尚存一小月台。月台南端正中及东侧各砌一踏道，月台的东南、西南角各放一狮子角石。月台的北面尚存台基的东部及房屋东南的柱础。东院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以“工”字形平面建筑为主体的院落。南房三间，面阔11．16米，三间等阔皆为3．72米，进深一间，4．75米；柱廊三间，间宽3．72米，总长6．32米，北房面阔与南房相同。北房台基的东南和南各有一砖砌台阶，台阶下的砖砌露道向南穿过院落通向角门。“工”字形主要建筑的两侧，建有东、西厢房。西厢房三间也建在台基之上，当心间正中处的台基下设踏道，与南北露道相连。东厢房三间建筑形式与西厢房基本相同，只是在三间东房的南头、北头又各设一间与东房不相通的房间。

出土遗物中除被压在明城基下的精美彩画额枋、格子门、滴水、瓦当等瓦木构件外，还发现大量的陶瓷器、铁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瓷器，计有景德镇青花瓷器、影青瓷，有浙江龙泉窑的青瓷器、霍州的白瓷和厚重的钧窑瓷器，而以黑白花的磁州瓷器数量最多。在生活用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院西厢房外发现一件铁炉子，下有三足，炉内残存5根铁炉条，其形状构造与现代北京煤球炉大致相同。在“文玩类”中，有一方紫端石凤字砚，质细腻，砚背面刻文曰：“此琅玡紫金石，所不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也”，下面落款“元章”；另有200余颗红、白两色玛瑙围棋子，以及五彩螺钿镶嵌的“广寒宫”残棋盘。主院北屋砖地上，遗留着用墨笔抄写的曲令一类的残纸，虽腐朽，但其中一张的字迹却印在砖地上，出土时仍依稀可辨；每行13字，共10行，上写“：娘的宠儿怎的说……娘的宠儿难来描”“永不别离”等字。从上述情况看，住宅的主人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离走的。以致很多贵重物品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夹屋的砖地上，仓皇未及带走。
雍和宫元代居住遗址

雍和宫元代居住遗址，位于北新桥豁口外雍和宫后身，明代北城墙基下。这是一座三合院落，三间北房是其主要建筑，建在砖砌的台基之上。当心间面阔4米，进深5．42米，两明一暗。西暗间面阔3．75米，进深7．08米；两明间的后檐墙向内收入1．06米，形成两间后厦。屋内四周用砖、坯围砌成炕，宽的是火炕，窄的是实心炕；火炕有火膛和烟道，烟囱立在墙外。北房前有一方形砖月台，月台前用砖砌出十字形高露道，通往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因已在明代城基范围之外而被破坏。出土器物除瓷器、铁器等生活用品之外，还有玉雕带饰等。在一件漆器上写有数十字的铭文，从残存的字迹中还可以知道这件漆器是浙江一带的产品。铭文的上方横写“内府之用”四字。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附近于1952年曾发现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通高3．75米，碑下龟趺长1．39米。碑额浮雕双龙正中篆书“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计1449字。碑的内容主要记载王德常出任京畿都漕运使期间的政绩，其中有关漕运、仓储等记载，为研究北京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另据此碑出土位置推测，雍和宫遗址可能属某衙署的院落。

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

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位于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以西明清北城墙基下，平面呈长方形。遗址西南部是一座东西长14米，南北残宽2．8米，高0．35米的砖砌台基。台基之上建有面阔三间的北房，现仅残留两间后廊和一个套间。北房后面是三间高大的南房，东西总长10．6米、宽6．46米，墙残高3．1米、厚0．85米，仅存西山墙和后檐，并在内墙砌有两道平行的凹槽。发掘时房内地面码放大量整齐的成套瓷器，推测可能是存放物品的库房，内墙所砌的两道平行的凹槽可能是放置隔板用的。该处遗址除出土一批瓷器外，还出土不少黑陶器，其中有兽面纹贯耳瓶和饕餮纹方炉较为精致。瓶高24厘米，通体兽面纹和涡纹，圈足内篆书“潞州会山散人”。方炉高12厘米，通体饕餮纹，填夔纹和回纹。出土铜器也都比较完整，重要的器物有菱形长柄镜，背面铸洛神图案。铜权三件，一为六棱柱形，在两个宽侧面上，一侧刻“官”，一侧刻“中山府校勘相同”，窄面上刻“廿五”，另一侧刻“延
五年”。高11．5厘米，重950克。另两件为覆钵塔式，圆底座，方环鼻。一件分别刻“大都路较同二十斤”和“元至正七年官”，高10厘米，重700克；另一件两面分别刻“南京”、“皇甫”，通高8厘米，重1025克。瓷器中以磁州窑白釉诗文花卉大罐最为精致，高40厘米。腹部草书七言绝句诗曰：“百草千花语气新，今朝陌上尽如尘。黄州春色浓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旁款为“清净道德”四字。其次有磁州窑龙凤纹扁壶，两侧面绘黑龙，形象生动逼真，通高33．2厘米。

桦皮厂北口福寿兴元观遗址

福寿兴元观遗址，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内桦皮厂北口稍东的明代北城基下。此遗址已被破坏，仅发现大殿前的夹干石、“圣旨白话”碑及福寿兴元观碑记等石刻。从出土大量的琉璃建筑饰件和雕刻精致的青石锦地双凤石刻、宝相莲花石柱础等，都反映了福寿兴元观的建筑规模。福寿兴元观是道教全真教派的一座庙观，建于延祐三年（1316年），在元大都西北隅的豫顺坊内。延祐四年，元朝皇帝颁布“圣旨”以保护该观的财产。“圣旨”说：“但属观里的田产、人口、头匹、园林、水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什么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使气力者……”等文字记载。
圆明园遗址

1994年圆明园微缩工程考古工作，对“藻园”、“十三所”、“山高水长”三处景观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对“藻园”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100平方米，揭露出“林渊锦镜”、“贮清书屋”、“履吉斋”、“自远轩”、“湛清华”、“凝眺楼”、“夕佳书屋”、“精藻楼”、“船坞”等建筑遗迹多处。“藻园”遗址的发掘，再现了该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为复原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进行古代园林遗址的考古发掘积累了经验。

圆明园含经堂和澹怀堂遗址

含经堂遗址和长春园宫门区遗址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中央大岛及南部宫门区。2001年4月至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考古队对圆明园东南部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和澹怀堂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这是《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批准实施之后，经国家文物局首次批准的正式大规模考古发掘项目。

含经堂遗址位于长春园的中央大岛上，南北长300米、东西宽150米，占地4．5万平方米，主体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四周山水环抱，风景幽雅，为长春园中心区规模最大的一组寝宫型建筑景群。含经堂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自己预备的“归政娱老”之所，内有宫殿景群20余处，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至三十五年（1770年），是圆明园内数以百计的著名景群中极具特色、最为重要的宫殿景群之一。这里不仅汇集了南、北造园技艺的精华，而且收藏极丰富，为当时独一无二的皇家博物馆。然而，这颗璀璨的明珠，却于咸丰十年（1860年）惨遭英法联军劫掠，并纵火焚毁。

历史上的含经堂景群主要建筑（自南而北）包括宫门、含经堂、淳化轩、蕴真斋、得胜概。

宫门前有3座牌楼，建于景群南部正中及东西两侧，均为四柱琉璃牌楼。进入牌楼往北，正中设宫门5间。宫门东西两侧各设垂花门1个，门内各建影壁1座。宫门前设月台，月台两侧置镀金铜狮1对。月台阶下为广场，从宫门至南牌楼门、从东牌楼门至西牌楼门，各铺石甬路1条，平面呈“十”字形。在南北石甬路之间的空场地，植草坪4块，草坪面积为1310平方米，上建蒙古毡帐5座，为清帝宴赏外使之所，四周围砌宫墙。

进入宫门正北，为含经堂重檐琉璃顶大殿7间。东西两侧各设配殿1座。

在东配殿外侧建藏书楼1座，名“霞翥楼”。在西配殿外侧建有供佛楼1座，名“梵香楼”，为一座二层转角楼，上下各13间。含经堂后面有太湖石，北侧正中为淳化轩，面阔7间，上下两层，东西两侧各设回廊12间。在淳化轩东侧回廊外侧，建渊映斋5间。西侧回廊外侧建涵光室5间。涵光室西侧，设穿堂门，门外建临水敞厅3间，名“澄波夕照”。

在淳化轩西侧叠石丛中，建有三友轩寝宫，南向3间，屋外植松、竹、梅。三友轩西侧有待月楼，二层，各3间。三友轩北侧建静莲斋，南向5间，斋前有石山，石山之巅建方亭。静莲斋之北又建理心楼，南向二层5间，设宝座4张。在淳化轩东侧，建乐奏钧天戏台1座，并南连5间扮戏房。在戏台北侧建有神心妙达看戏殿1座，南向5间。其后为库房，南向13间。淳化轩后面为蕴真斋，面阔7间，前抱廊5间，后抱厦3间。斋内设地层东西仙楼。
在蕴真斋北侧歇山门外，建得胜概敞厅3间。其东侧远方河口建有三孔踏跺桥，桥东置静缘亭（初为方亭，后改为八角亭），亭北设板桥。在得胜概西侧远方河口建有5孔踏跺桥。

在含经堂景区东山外，还建有明漪潇照方亭1座。另在看戏殿及渊映斋东侧，建有一条有40余间铺面房组成的买卖长街。在铺面房东侧，有西向库房4座，共16间，井亭1个。在景区西北隅，建有南向值房5间，东向值房7间。含经堂遗址现已发掘1万平方米，完成遗址预定发掘面积的35％。已将建于清乾隆盛世的包括近30个宫殿和景点的含经堂大型寝宫建筑遗址揭示出17处，如中路北半部的得胜概、蕴真斋、淳化轩，含经堂后身的两座太湖石假山；东路的神心妙达看戏殿、大戏楼、扮戏房、渊映斋、买卖街；西路的一座大型太湖石假山、三友轩、静莲斋、理心楼、茶膳房、涵光室、澄波夕照、待月楼等。

发掘中还发现了地下供暖设施和排水设施遗迹。如在蕴真斋、淳化轩、渊映斋、理心楼、静莲斋、三友轩和涵光室，都发现了东西对称的大型或小型“连地炕”暖阁遗迹，共计20座，由椭圆形的穹隆顶火膛、斜坡火道、长条形烟道及对称的两排火眼组成，设于地下，地面用方砖铺平。在遗址的东路和西路，发现了多处排水石构件，在假山的西、北两侧，还发现有以河卵石铺砌、工艺细致、蜿蜒曲折的排水沟。这些发现表明，这处寝宫当年建造伊始就有精心和完善的设计。

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各类文物1000余件，有玉器、瓷器、铜器、铁器、螺钿、玻璃制品、琉璃、汉白玉、砖雕和石雕构件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还发现了英法联军当年火烧圆明园的遗迹和遗物，如大戏楼地井中出土的已经被烧焦炭化了的柏木板材和地井四壁与地面上遗留的大量的黑色灰烬。还有看戏殿前与大戏楼之间以及渊映斋的青砖地面，因遭大火焚烧而大面积迸裂，甚至呈红烧土状。有的石柱础的柱窝里，尚残存有木柱被大火烧毁以后留下的木炭灰烬。

澹怀堂遗址现已发掘4600平方米，完成预定发掘面积的25％。已揭出长春园宫门内澹怀堂遗址东部回廊和配殿基址，并发现了一口古井和一条巨型地下排水道（南北长约70米，东端尚未到头）。出土文物有雕刻精美的汉白玉构件和大型地漏石盖等。

通过半年的发掘，揭示了含经堂大型寝宫北半部宫殿景点的布局、规模、基础结构及变迁的特点，弄清了各宫殿景点的关系，而且还发现了一些历史文献未曾记载的新项目、新内容，如地下供暖设施与排水系统等。火烧圆明园遗迹与遗物的出土，为圆明园遗址的定性与定位又增添了新的有力的实证材料。

畅春园遗址

2000年，在配合西北四环工程建设的考古工作中，对清代著名园林畅春园和西花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总面积2300余平方米，共清理出畅春园内的一级建筑和西花园的一座石桥。

畅春园内的这组建筑遗址位于海淀镇西上坡以西，现存中部的主体建筑、两侧的朝房和西面的一段院墙基础。由于近现代地面设施的破坏，这些建筑遗迹仅有基础部分保存下来。受到当时地形的限制，这组建筑群的方位略偏向东南，每一单体建筑的基础做法也不尽相同。居于正中的主体建筑东西长约17米，北部残毁，两侧与院墙相接。从拦土墙的残迹推断，面阔当为五间，四周拦土墙下有三合土基础，但不设地面。其南侧左右对称分布二砖砌小型建筑的基础。东、西朝房长17．1米、宽8．1米，面阔五间。东朝房仅存三合土基础，其下设地钉；西朝房保存状况较好，南北山墙基础砖砌，东西墙基由砾石垒就，正中踏步基础也基本完整。该建筑下部无地钉和三合土。东朝房西北角发掘出一明代砖井，直径1米、深8．6米，可能是明代清华园内的遗存。井内出土一青花双凤大盘，敞口直径35厘米。

西花园石桥位于万泉河路以西，桥南北跨度6米，东西宽近3米，残高1．7米，桥底平铺石砌海墁，两端各有一闸，保存状况较差。据所在位置及其西北堤岸的垒砌情况，该桥当为畅春园西侧西花园的建筑遗迹。

畅春园是康熙在北京西郊建造的第一所皇家园林，西花园为其附属园林，这两所园林开创了有清一代园居政治的先河。同时，从造园艺术上促使清代的皇家园林改变了明代对称呆板的园林格局。自清末毁败以来，两院的地面遗迹几乎荡然无存，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十分稀少，此次畅春园遗址范围内，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是北京市文物部门配合基建施工，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事例之一。
第二节　城址

董家林村西周燕国都城遗址

古城址位于房山区的董家林村。从钻探得知，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二面城墙尚存有长约300米的北半段；南城墙及东、西二面城墙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东、西、北三面墙有深2米的护城壕沟。1976年秋至1977年春及1984年春曾在城的东北角及西北角进行过发掘，其结构可分主墙及内外附墙。主墙居中，土质呈红褐色夯筑，每层厚约5厘米至6厘米，夯层清晰，极坚硬，内无包含物。在主墙两侧的底部，尚留有版筑时立柱的柱穴，内有腐木痕，内外附墙紧贴主墙墙面，呈斜坡状，土质呈黄褐色，硬度不如主墙。整个墙基底部宽约10米左右，墙体断面呈梯形状。在发掘城墙东北角时，发现有属于商末周初时期的墓葬打破内附墙基的现象，城墙西北角也发现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打破内附墙的现象。

从内附墙被打破的现象看，该城的始建年代，最远不应晚于西周。由于只对部分城墙进行了发掘，至于城内的宫殿、街道、作坊的分布，及城门的设置等，因未开展工作，情况尚不明了。

这座古城，在历史上应起过一定的作用，而分布在古城东侧的几百座西周时代的墓葬、车马坑以及燕侯大墓的发现，为解决古城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从考古实践得知，该古城址即为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蓟城遗址

古籍记载，蓟城是战国时燕的国都所在，也是汉代的燕国、广阳国或广阳郡的首府。过去人们多认为白云观以西的所谓“蓟丘”是古蓟城的标志，即战国燕都所在。但1974年考古发掘的结果，虽然发现了古代城墙，但在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说明这段城墙的始建年代尚晚于东汉，所以不可能是蓟城的所在。考古发掘工作为蓟城的方位积累提供了新的可靠线索。

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发现151座战国到西汉时的陶井，其中战国陶井36座，汉代陶井115座。陶井最密集的地区在宣武门豁口两侧到和平门一带。1965年以来，配合上下水道、南护城河拓宽和中小型市政工程，发现65座战国和汉代陶井，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发现陶井55座，其中西汉早期陶井29座。20世纪70年代初，配合人防工程，先后又在广安门外椿树馆、广安门内大街、南线阁、北线阁、白纸坊、琉璃厂、新华街、陶然亭、姚家井、校场口、礼士路真武庙三条，直到西单大木仓等处都发现有陶井。其中牛街北口出土的汉代陶井底发现少量五铢钱和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可见这口陶井沿用到王莽时代。在发现陶井密集的宣武门到和平门的南部地区，在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宝华里、定安里一带，发现有数量很多的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特别是在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和白纸坊以北、地图出版社院内发现两处战国墓群，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发现了西汉墓。这些水井和墓葬群为探查蓟城方位提供了佐证。看来蓟城的位置当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从法源寺发现有战国墓群来看，可能蓟城南墙在法源寺以北，而北墙在西长安街以南。近年来还在中南海至龙潭湖之间发现一条永定河故道——三海大河，从而推知蓟城可能由于漯水的洪水泛滥，东部被冲毁，因而在东汉以后西移。

蔡庄古城遗址

位于房山区南尚乐乡蔡庄西南500米处、南拒马河西岸的台地上，地跨河北省与北京市两界。1958年曾进行过调查，1986年进行了复查。城作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东、南、西城墙可见，此城墙已被河水冲毁。东南、西南两城角保存尚完整。南墙和西墙中部各有一处向外突出。南城墙高3米、宽10余米。城墙版筑，穿棍洞间距约150厘米，直径6厘米；夯层清晰呈黄褐色，厚7厘米至10厘米，夯土内含较多夹砂褐陶绳纹陶片。夯层间有铺草痕迹。地表采集标本器型有夹云母红陶釜、夹云母灰陶鬲罐、夹砂灰陶板瓦、筒瓦等。村民曾于此地发现瓮棺葬、铜铁箭镞等，属西周至战国城址。

窦店镇汉良乡故城

位于房山区窦店镇西侧，东北距良乡城12．5公里，西北距房山城12．5公里，南距琉璃河7．5公里。建筑在平原地带，四周为村镇：南为大白草洼村，西南为芦村，西北为板桥村，北为田家园子村，东北为瓦窑头村，东为窦店镇。城西北角被大石河冲毁。1958年调查时称作芦村古城，1959年调查和1962年复查时称作窦店古城，1986年和1990年进行了铲探和试掘。城分大城、小城两部分。

大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230米，南北长约1040米。城墙分内、外两道。内墙夯筑，主体宽厚，夯层均匀，较薄，夯窝紧密，直径5厘米至6厘米，夯层间有垫草痕迹，时代在战国晚期；其内包含一道城墙夯层薄厚不一，版筑窄小，时代不晚于战国早期。内墙护坡夯层薄厚不一，掺杂有大量碎瓦及少量铁器，年代应在西汉。外城墙系滚夯而成，夯层全部向外倾斜，不见夯窝，年代应在两晋时期。大城东、南、西三城墙中部各有一门。

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北部，西墙利用了大城的西墙，其余城墙后筑；平面长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长300米，南墙中部有一城门。时代约在南北朝时期。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良乡旧治在涿州北四十里、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移治于此。”（指今良乡城），清《一统志》卷四：“旧志，汉良乡故城在涿州北四十里。”今涿县仍是汉唐旧治，汉良乡城则应在涿州以北，今良乡以南之地。清《顺天府志》卷二十七：“良乡县西南二十五里窦店镇”、“三十五里琉璃店，在琉璃河北五里许。”《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五载：“琉璃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此系指河道，河道在琉璃河镇以北，琉璃店以南，从地理看窦店土城正符合记载。《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河北道幽州良乡县下》载：“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古城多半沿用旧城，窦店古城的发掘证明记载正确：窦店古城初为燕中都城，后为汉良乡县。

良乡镇广阳城遗址

位于良乡镇东北4．5公里的广阳城村东南。1962年调查时，已被淤沙淹没，除西北角城墙保留有高4米、长40米一段外，其余黄土墙基仅隐约可见。城作方形，东西长600米，南北长600米。地表遗物很少，在城东南角东边和城西北角残墙中，采集到夹云母红陶、泥质绳纹灰陶残片和青灰色残陶片等东周至汉代的遗物。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广阳故城在今县东北三十七里。”（今县指良乡故城，即汉良乡城，在今窦店镇西）。清《一统志》卷四：“（广阳城）在今良乡东北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广阳城在县东八里，汉县，属广阳国。”《水经注•圣水》：“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经广阳县故城北。又东，福禄水注焉。水出西山东、南经广阳县故城南，东入广阳水，乱流东南，至阳乡县，右注圣水。”广阳水即今之小清河，发源于长辛店迤西的山中，经广阳故城之东侧东南流，至广阳城南的水碾屯与哑叭河汇合。哑叭河旧称盐沟或雅沟，《水经注》称福禄水，发源于良乡城北山中，向东南流，于广阳故城西1公里处东南流。广阳故城正处两河之间，与《水经注》所载地望相合。清《一统志》：“广阳故城以其属国广阳国，亦谓之小广阳。”这是由于汉广阳郡（国）治在蓟，所以广阳县城称为小广阳，是汉广阳郡（国）所辖蓟、分城、广阳、阴乡四县之一。

“蓟丘”城墙遗址

1974年3月，配合基建工程，在北京城西南隅白云观迤西“蓟丘”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西侧揭露出一段土筑城墙残址，残址正好是城墙转角所在，即北墙与西墙相交处——城的西北城角。在残墙转角处北墙正中，夯土之下压着一座砖室墓，出土有陶壶、奁、楼等陶器。从墓结构和出土陶器组合判定，这是一座东汉中晚期墓葬。同时，在北墙北侧，还有两座东汉砖室墓被压在残墙夯土之下，一座完整、一座残破，后者仅剩墓底残砖。根据城墙与墓葬的叠压关系推断，筑城的上限年代不早于东汉。

1965年，在西郊八宝山迤西约500米处，曾掘一座晋幽州刺史王浚夫人华芳墓，该墓葬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华芳墓志云：“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中还出土骨尺1件，长24．2厘米。以该尺长度折算晋里，则晋一里合今长435．6米，二十里则为8712米。从华芳墓地向东8712米的地方，即今会城门村附近，这说明西晋时期蓟城的西垣应在今会城门村稍东一带地方，这与“蓟丘”处发现的城墙残址西墙距华芳墓地的方位里程大体相符，因此可以推定，“蓟丘”城墙遗址，它应是晋代的蓟城的西北城转角残迹。

清河镇朱房村秦汉古城址

古城遗址，位于海淀区清河镇西约1公里朱房村。城垣保存完整的仅西南角，计由西南角向北断续保留115米左右，由西南角向东一线完整，保存150米左右，东南角濒河，特别隆起，上有一近代墓葬，保存了城角基点，东面隆起如堤，尤可辨别为城垣基的残迹。惟北面及东北、西北两角无存，但部分城基夯土仍然保存，因此城的大小四至是可以知道的。城平面呈正方形，南北向，每面长约500米，周长约2000米。按秦汉之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这是一般大县的情况，此城周长正与之符合。

20世纪50年代，曾对古城遗址前后进行了5次发掘清理，较为重要的是后3次。其中，第三次是1954年11月，抢救砖窑在古城废墟内取土，发现一处汉代铜铁冶坊遗址。其炼炉已不完整，发现有铜、铁炉渣，残碎的炼炉壁，铜镞等，还有汉绳纹砖砌的残墙一堵。在其附近清理出一堆铁刀、剑、戟、锄、铲、、车轴瓦等铁兵器和农具，可能是这一冶坊的产品。
第四次发掘，在1955年10月，在城垣上开一豁口，同时还清理了一处城垣断崖。通过发掘清理，得知此城结构：城基宽达11．85米、夯土残高3．15米、顶残宽1．4米。夯土层厚薄不一，最厚的20厘米，最薄的10厘米。夯窝直径6厘米至7．5厘米。在城垣断崖处发现柱洞3个，洞内残存大量木炭，似筑城时用以加固木板的木桩遗痕，由此推测筑城时采用版筑方法。夯土内含遗物有：夹砂粗红陶片、夹砂粗灰陶片、泥质红陶片、泥质灰陶片4种。以陶质论，前两种是北京地区较为典型的战国时代或战国以前的遗存，后两种则是战国时代的遗存，而竟没有一片汉代陶片。因此，该城的始建年代上限应当是战国，下限多在秦汉之际。

第五次发掘在1958年进行，在城东北角，发现古陶井十几座，是用一节节陶井圈堆叠而成，埋在地下。井底均发现有高领罐及五铢钱等，陶井圈外壁印有绳纹，内壁为卷云纹，其形制与白云观、陶然亭等处陶井圈相同，故可以推定为汉代陶井。城内还发现大量汉代筒瓦、板瓦和瓦当，瓦当上花纹有卷云纹、“卐”字纹和“千秋万岁”的篆体字。地下埋有整行的墙基和房基，据砖的尺寸和纹饰，可以断定为汉代的建筑遗址。

通过几次发掘清理，使我们对朱房村古城遗址有了初步认识，该城城基宽达11．85米、顶残宽1．4米。按周官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一则所记的筑城方法：“墙厚三尺、崇三之”，即筑城方法，底与高成一与三之比，则当日此城的高大可知。故此，该土城原来必当是一座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边城。北京距长城不远，在秦汉时代，它是防胡军事基地之一，而居庸关更是秦汉时代全国九大要塞之一。由此观之，该城即是秦汉时代防胡军事要塞工程重要的一环，起到拱卫古北京城（蓟城）的作用。

长沟镇汉“西乡县”故城

位于房山区城南长沟镇之东侧，1962年考古调查时南、北、西三面土城墙垣尚保存相当高度，东墙已成平地。城平面呈刀把形，南宽北窄。原东垣长500米，西墙北段长290米，南段长210米，南墙长360米，北墙东段长320米，西段长40米。其城周长约1720米，接近秦汉之制“千丈之城”的（2000米）大县之城。城垣保存最高处约5米，城内夷为平地，无建筑物，仅其西北角有数座近代墓。自琉璃河镇通往长沟镇的公路从东墙中段斜穿城西南角而过。

城中采集的遗物有加蚌屑红陶、泥质灰陶等残片，兽面纹半瓦当等，还发现有唐、辽时代的白釉瓷片。在城西一土坑中，发现有残碎陶器及绳纹砖等汉代遗物，推测这里可能是墓地。据采集到的遗物初步推断，其城始建上限为战国末或西汉初，下限使用到唐、辽时代。

按《水经注》“圣水”条：“……又东与挟河合，水出良乡县西甘泉原东谷，东经西乡县故城北，王莽之移风也，世谓之都乡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乡县而无都乡城，盖世传之非也。”“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首受涞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洹水，世谓之南涉沟，即杭水也。……（桃水）又东，洛水注之，水上承鸣泽渚，渚方一十五里，汉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鸣泽者也。服虔曰：泽名，在逎县北界，即此泽矣。西则独树水注之，水出县北山，东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出良乡西山东，南经西乡城西，而南注泽渚，水又东经西乡城南，又东经垣县而南入垣水……”据此记载，可知西乡县故城附近地理情况，西乡县故城北有“甘泉原”，并有自泉原发源的挟河即古挟河经其县北。甘泉原即今长沟镇北3公里之东、西、南、北四甘池村。挟河即发源于此，向南流，穿长沟镇、挟河村再向东流。而西乡县城西南，有所谓方园十五里的“鸣泽渚”，今长沟镇西南至拒马河边，均为一片稻田。从地望观察，长沟镇西南稻田中心挟河村一带要低于长沟镇北10余米，似可推测这片稻田为当年鸣泽渚之前身。而鸣泽渚“西则独树水注之”，今长沟镇西有自房山西域寺水头发源的一条小河，经独树村向东南流入洼地，即应为独树水也。按以上所述，长沟镇土城遗址当为《水经注》新记汉西乡县故城也。《汉书•地理志》“涿郡”条：“高帝置……属幽州……县二十九”，“西乡，侯国”。《汉书•王子侯表》：“西乡顷侯容，广阳顷王子，元帝初元五年六月封。侯景嗣，免。”由此可知，汉西乡县城在汉为汉广阳王刘建之子、武帝曾孙西乡侯容之侯国封地；其城为刀把形，可为研究西汉侯国城形制之实物佐证。

汉博陆故城址

1958年秋，发掘平谷西柏店汉墓时，调查西柏店东北三四里北城子村，有古城址，尚能看到清晰夯土城基遗迹。古城东濒错河，西靠北城子村，城址南北长240米、东西宽220米；在城址内外和北城子村周围，散布大量夹砂红陶片、灰绳纹陶片，城址南面断崖有烧土与灰坑，西边有陶窑遗址。

据《平谷县志》载：“古城县在县西十二里，即城子村”；又《水经注•鲍丘水》记载：“⋯⋯沟水，又东南经平谷县故城与洳河会，水出北山，东西流经博陆故城，又屈经其城东洳水又东南经平谷县故城西南，而东南流注于沟河。”错河即洳水，正是从平谷西北的大华山发源（《水经注》称北山）向东南流，经过现在的北城子村北，向南流下，到平谷县西南的前芮营村东注入沟河，可证，现在的北城子古城址，即博陆故城。
东魏屯军古城城址题记
1980年文物普查发现，北京门头沟区色树坟、故公庄乡河北村有土城遗址；地边大石有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三年（545年）筑城刻石题记：“大魏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海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夫十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

应为屯军城址遗迹。屯军可上溯至汉代，河北村迤东，东石古岩村，汉代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有大量汉代陶片，1986年出土铜箭镞、铁质长剑可证。色树坟在东魏时，为北部边境，为抵御异族入侵，以此设城。《北齐书•神武帝纪》：“武定三年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此刻石与史书相符。

唐幽州城

唐幽州城址在今北京城西南。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城内工商业繁荣，有白米行、大绢行、生铁行、染行、果子行等行业近30种，城内还有天长观、悯忠寺（今法源寺）等庙宇。

唐幽州城东城墙在今宣武区烂漫胡同稍西，西城墙在今会城门村稍东；南墙在宣武区白纸坊东西街一线；北城墙在白云观北至西城西单附近受水河胡同一线。

唐代城市基层行政区划分为坊或里，郊区为乡与村。据史料记载，唐代幽州城内共有26个坊（里），结合近40年来的考古资料及史籍，有确切名称者共有19个坊（里）；另外在辽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关辽南京（辽南京因唐幽州城未变）坊里之名称者，共有6个。又据《范阳丰山韦庆禅院实录碑》所记：“又东北走驿路，抵良乡，如京师，入南肃慎里东之高氏所营讲宇，则下院也。”肃慎里又有南北二里之分，如此则坊里之数正合史籍26个之数。

辽南京（燕京）城

在今北京西南。城方约12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2公里，呈矩形，因袭幽州城制。城内计有26坊，其中有因袭唐幽州旧名者，如罽宾、肃慎、棠阴、显忠、卢龙等坊。城有八门，东为安东、迎春，西为显西、清晋，南为开阳、丹凤，北为通天、栱辰。大内在西南隅，罗郭而成，周5里，正门曰启夏门，东曰宣和门。中有元和、仁政诸殿。又有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二御容殿。西城上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今天宁寺塔即在城内西北部。辽南京城郊人口约30万。

北城垣在今白云观（古长春宫）北侧，东城垣在今宣武门外法源寺（古悯忠寺）东侧，南城垣在今右安门内西街，西城垣在今白云观西侧。

以上各城垣方位多据寺庙位置、墓志记载、宋人笔记及金中都残城垣方位估算所定，辽南京城垣遗址实物，随着大规模建设已无迹可寻。

金中都遗址

金中都城，于金天德五年（1153年）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形成。位置在今北京市区西南的宣武、丰台区内。其西垣在今会城门、马连道、凤凰嘴村一线；南垣在凤凰嘴村鹅凤营、祖家庄、花园林、四路通一线。其东垣在四路通、陶然亭、黑窑厂、梁家园一线；北垣在会城门、羊坊店、头发胡同、翠花街一线。中都城近似正方形，周长约33里。城门十二：施仁、彰义、宣曜、灏华、崇智、通玄、会城、景风、丰宜、端礼、阳春、丽泽。城中里坊约62个。中都城的皇城，在城内中央偏西南，而宫城则在皇城之内中央偏东北，其地在今广安门至白纸坊一线的滨河路，主要宫殿有大安殿、仁政殿、勤政殿等。中都城的皇家园囿，城内的有西苑、南苑、东苑、北苑。其中最著名的是西苑，在皇城西部，它包括同乐园、鱼藻池、琼华岛等建筑，其地在今宣武区青年湖；城外的园囿有西湖（今莲花池）、钓鱼台等。

中都城自建成到被焚毁，共使用约60年。贞祐三年（1215年），中都为蒙古所破，宫殿被焚，中都城从此衰落。元大都城建成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拆毁中都城垣。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中都城东部被圈入外城之内；其护城河彻底破坏中都城宫殿区。目前，中都城除凤凰嘴村附近保存一段城垣外，中都城的地面遗存已片瓦皆无。

金中都宫城区

1990年至1991年西厢工程考古勘探与发掘，共钻探了15万平方米，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墓葬、水井（明、清）10余处。重点发掘了面积最大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60米，东西残存60米，夯土厚近5米，搞清了辽金时期夯土的做法，并取得大量的有地层依据的唐、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器等文物的标本。参照文献，这里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基础上加以扩建的。通过勘探和发掘，确定了金中都宫城区中轴线的范围和大致布局，并出土了铜座龙、龙凤纹鎏金铜镜、成化瓷器等一批珍贵文物。

元大都遗址

元大都城遗址，位于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初称中都，至元九年（1272年）定名为大都。元大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谨，为当时世界著名的都城；其城市规划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对元大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的主要考古收获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的器物等生活用品。在此基础上，对元大都的平面规则作了复原。元大都平面略呈长方形，经实际勘察，南北长7600米，东西宽6700米，周长28600米。其南城垣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东、西城垣即明、清北京内城的东、西垣，北城垣在今安定门小关和德胜门小关一线，夯土城垣仍残存于地面上。城墙全部用土夯筑，基部宽达24米。墙体向上有明显收分，同时在修筑城墙时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木”（横木）。为保护土墙防止雨水冲刷，初以苇草覆盖；后为解决排水问题，在西城墙顶部发现有长300米的专供排水的半圆形瓦管。通过对肃清门、光熙门两座城门的基址钻探，发现城门地基夯筑得很坚固。城门建筑曾被火焚毁，原来可能是“过梁式”木构门洞。在城门的四角还设有角楼。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就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的旧址。城墙外部等距离地建有“马面”，其外有护城河环绕。1969年夏，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和义门瓮城门的遗址门洞内在青灰皮上划刻的题记，证明其为公元1359年建造的。城楼建筑已被拆除，只余城门墩台和门洞。城门残高10．7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内券高6．68米，外券高4．56米。楼上尚存有向城门上灌水的石箅子等灭火设备，墩台上建有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城楼。门额、梁枋等均被拆去，仅留下木门两侧的“门钻石”和半圆形铁鹅台。皇城和宫城的范围也已探明。皇城位于城南部中央地区，俗称“阑马墙”，墙基宽约3米。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灵境胡同东口至南河沿南湾子一线。宫城偏在皇城东部，宫城南门为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上；北门为厚载门，约在今景山少年宫北部。宫城墙基经勘探残存最宽处约16米。

元大都中轴路即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在今景山北墙外发现其南北大道的遗迹，宽达28米。从而证明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相沿未变。在元大都的东北部发现街道的遗迹，在南北向主干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排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米至7米。现在北京内城一些街道和胡同，仍可以反映出元代街道布局的旧迹。

元大都供水系统——元大都有两条水道：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漕运水系的高梁河由和义门以北入城，汇入海子；再经澄清闸海子桥往南，沿皇城东墙流至丽正门东水关到城外后转向东，抵达通州。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约27米左右。

金水河是由和义门以南约120米处的北水门入城。入城后，转向东南，流到今北沟沿而南折，经马市桥、前泥洼、后泥洼到甘石桥至灵境胡同。在此分为两支，一支向北流，经毛家湾，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流入今北海；另一支则一直向东流，穿过今府右街，进入中海，再经过元宫城前流出，与通惠河水汇合。这是专供宫廷用水的水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西单北大街灵境胡同西口外发现甘石桥旧址。桥身南北向，全长38米，结构为单拱弧面，桥西错缝顺铺青条石，石桥下是一条东西偏北的沟渠。沟底用大长条砖平铺，沟身亦平铺顺砌长条形砖。此为民国初年以皇城砖筑之大明濠，经钻探沟底砖面下和沟身两侧均有黑色淤泥，证明沟渠和石桥是在元代旧水道基础上筑造的。

元大都的排水系统亦相当完整，在今西四西大街路北，发现了元代南北主干大街的排水渠。它是用青条石砌筑的明渠，渠宽1米，深1．65米，在通过平则门大街路口处，顶部覆盖着青条石。渠内石壁还留有“致和元年（1328年）石匠刘三”的题记。在大都城的北城墙西段的夯土墙基下，还清理了一处石砌排水涵洞。它是在夯筑土城前预先构筑的，涵洞底部和两壁均用石板垒砌，顶部用砖起券，洞身宽2．5米，长约20米，石壁高1．22米；涵洞内砌出入水口，并在涵洞中心部位装置着一排栅栏，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相吻合。东西墙水窦已拆除。北垣水窦现存，位于今海淀区花园路以东、元土城北垣西段上，结构与西垣水窦相同，1957年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北京城垣（见第一章第二节）

明清皇城

北京皇城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位于北京内城正中，基本上是在原元大都皇城红门阑马墙的旧址上兴建的。初建时向东南扩约1里，宣德七年（1432年）将原建皇城东墙东移至通惠渠东，将此段运粮河围入皇城界内，废止了原通积水潭之水运。皇城周长约12公里，北墙长约2460米，正中为地安门（明称“北安门”），东墙长约2750米，偏南辟东安门。南墙长约1650米，正中为天安门，西墙长约2644米；其南端稍向东偏斜一段，在墙正中稍偏北处辟西安门。皇城墙高6米，墙基厚约2米，墙顶厚1．7米，顶覆黄琉璃瓦，墙皮抹麻刀灰，刷红土，在南墙外，长安街东西各有一段南北皇城墙，隔出长安街至天安门前广场，两墙至正阳门棋盘街北端辟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中华门内沿皇城东西墙设千步廊，广场东西两侧正中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长安左、右门外尚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以上各门均属天安门之拱卫门。

皇城北垣　1914年在北垣西开厂桥豁口，1916年在北垣东端开北箭亭豁口，1922年在地安门西开北海公园后门。1925年北垣全部拆除。地安门于1954年11月拆完，部分建筑材料移建天坛北门。

皇城南墙　1912年拆除长安街左右之隔墙并开南池子、南长街两豁口，1915年在南墙天安门西侧辟中山公园北门，1926年于天安门东侧辟太庙北门，1913年辟府右街豁口，并在南墙西端南海宝月楼处改为新华门。1958年拆除户部街及司法部街之皇城隔墙。现南垣尚保存数段皇城墙，东西三座门于1951年初拆除，长安左右门于1952年拆除，中华门于1959年拆除。

皇城东墙　1912年开翠花胡同豁口；1917年因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拆东安门南段墙以攻张勋住宅，后将此段完全拆除。1924年拆北段皇城墙，1912年袁世凯指使曹锟兵变烧毁东安门。原通惠河西岸之东安里门，民初改为三座门，于20世纪30年代拆除。

2001年对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及东安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大致搞清了东皇城墙的走向及其基础结构。于东安门遗址发掘出砖砌墩台、皇城城墙砖基、砖砌墩台南北两道砖墙残迹及砖墙上的踩踏路面、柱础遗迹和皇恩桥遗迹等。

皇城西墙　1917年辟枣林街豁口，1918年拆菖蒲河豁口，1924年拆西皇城北段及灵境胡同一带皇城墙。西安门于1950年冬，因清洁队用火不慎被烧毁。所拆皇城墙之砖，一部分修筑南北沟沿之大明濠，一部分流失。

第三节　水利设施

历代兴修水利概述

水利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北京在历史上自商周以来，多以自然河湖及凿井以为生活饮用、灌溉之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广安门、宣武门、和平门、陶然亭、西便门等地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陶井圈。广安门内大街北侧地下7米尚发现有战国时期河岸护坡木桩。

见于记载的有东汉建武十年（34年），骑都尉张堪大败攻入渔阳的匈奴后，任渔阳太守，在狐奴（今北京顺义牛栏山附近）引潮白河水开稻田8000余顷。

曹魏嘉平二年（250年），驻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为巩固边防，屯田种稻，分洪导水始修车厢渠、戾陵堰；景元三年（262年），樊晨继续修此堰和渠道并延长至高梁河上游东至潞河，水贯东西，流经四五百里，灌田万余顷，此为水利史上的一大工程。

晋元康五年（295年），高梁河洪水暴发，毁戾陵堰，刘靖之子宁朔将军刘弘，修复之。

北魏正光二年（521年），幽州刺史裴延儁亲自勘察地形，将范阳督亢渠、旧戾陵堰重修复，史称溉田百余万亩。
北齐皇建元年（560年），平州刺史稽晔议开督亢渠、置屯田，岁收稻谷数十万石。

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幽州刺史斛律羡，督民工导高梁水合易荆水（今温榆河）东汇潞河，得以灌田、漕运减省。

隋大业四年（608年），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万余，开永济渠（御河）接通卫河通桑干河（今北京城南凉水河），北至涿郡，历时4年。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出发，渡河入永济渠，经50余日到达涿郡，同月下诏攻高丽。

唐代初对幽州水利尚有修复，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连年，水利设施多毁废。

辽代因军事曾长期禁种水稻。保宁八年（976年），南京留守高勋奏请垦荒种稻，未准，至咸雍四年（1068年）始废禁稻令，除军行之地外，许民种稻。

金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扩城东、南、西垣3里。在扩建中利用西湖（莲花池）水系，有计划地把原幽州西南洗马沟（莲花池河）上游圈入城中，并在宫城西侧建同乐园（西华潭）。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金口河渠成，引永定河水自金口（今石景山麻峪）入渠；经车厢渠故道，流经中都城北，再经直东下，穿通州北注入白河；后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金大定十九年（1179年）引白莲潭水（今北海）灌溉，辟湖浜稻田。金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卢沟桥建成，横跨永定河。卢沟渡口古为南北交通要津，金建中都后，渡口更为重要，金章宗定名“广利”。金泰和五年（1205），重开漕运，引瓮山泊水转东西接高梁河上源，至中部北护城河为高梁河西河。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加固卢沟河堤岸，规定盗水者杖七十，服刑二年。

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张文谦荐郭守敬，面陈水利，授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开漕运。翌年立漕运河渠司。

蒙古至元三年（1266年）诏段天佑、张柔筑宫城，凿金口渠以运西山木石。此渠在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曾在此开渠灌田，后为砂石堵塞。

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立提点宫城所管理宫城。放弃旧城，另建新城；以琼岛大宁宫为中心，利用大面积湖泊，水源自高梁河水系，更便漕运。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成。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命枢密院发军5000雇役千人开浚通州水路。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建言开凿通州至大都运粮河。上引昌平白浮泉诸水，西折南转，至西门入都，南汇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沿河建河闸数十座。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动工，次年完工，忽必烈定名通惠河。

元延祐六年（1319年）修积水潭石岸。

元至正二年（1342年），孛罗帖木耳、傅佐议开金口河，导浑河水，虽有争议，脱脱丞相从之。正月兴工，四月工毕，用役20万，毁民庐舍，夫丁死伤甚众；起闸放水，流势湍急，泥沙拥塞船不能行，杀孛罗帖木耳、傅佐以平民愤。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修白浮、瓮山（西堤）等处堤岸。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入大都，命华云龙南缩大都北垣五里，建新北垣，隔断积水潭西北段，水由北垣德胜门西入城。

明永乐四年（1406年）至十八年（1420年），拓展南城垣，挑挖南海，开挖内外金水河、紫禁城筒子河，开通惠河，浚北京通州等四闸河道，凿清江浦以通北京漕运。江南至北京运河附近，年内输送北京粮食计6460990石，时粮船已不能入城。

明宣德六年（1431年），展皇城东垣，隔断通惠河至海子的城内通道。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疏浚通惠河，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津河口60里，但因水源不足，行二年浅涩如故。

明嘉靖二年（1523年），修复大通桥至张家湾、广利等八闸以利漕运；旋以闸河湮塞已久，难以疏浚，修理停工。

明嘉靖七年（1528年），御史吴仲奏告通惠河疏浚完工，并提出：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塞，宜时加疏浚，管河主事宜专委任；闸夫已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递岁增拨修船费用。世宗下令褒奖，全部批准吴仲奏请。吴仲所编《通惠河志》采入《大明会典》。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

明隆庆六年（1572年）通漕运于密云，大浚昌平运河，始开榆河，自巩华城达通州，转运粮4万石给长陵卫官军。

清康熙九年（1670年），增通惠河管理河务满分司六员。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疏浚通州运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修浑河堤，整修什刹海。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永定河及子牙河堤工程210里，竣工。清雍正四年（1726年），从怡亲王允祥奏：将直隶诸河分为南运河、北运河、畿南诸河和永定河四局，设专官管辖。

清乾隆六年（1741年）至三十七年（1772年），屡修永定河堤及疏浚永定河。

道光十一年（1831年），永定河流改向东北，经窦淀，历六道口，注大清河，至汪儿淀口始塞，水由范瓮口新槽复归王庆坨故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疏浚通州温榆河。光绪二十年（1894年），疏浚永定河、通惠河（并筑闸埧）。
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陶井
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发现151座战国至西汉时的陶井，其中战国的36座，汉代的115座。陶井群最密集的地区是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计130座，其最密集处6平方米内重叠达4处之多，可知当时这里人口是相当稠密的。

1965年以来，在配合上下水道工程，南护城河拓宽工程和中小型市政工程中发现65座战国至汉代陶井。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发现陶井55座，其中西汉早期陶井29座。陶井的建造结构，是选挖一直径大于陶井圈的土井，然后将井圈在土井中一节一节地套叠起来成筒状，土井与陶井圈外壁之间用土或碎陶片填塞固定构成陶井。当土井下及流沙层，挖除流沙效果不大时，即放下陶井圈，在井圈内部挖沙，使井圈逐步下降，以达水层。从对陶井的叠压关系和各种遗迹、遗物的分析，可知大约在战国中期的陶井使用的井圈径小圈高，西汉初则径大圈低。和这同时又出现一种用三块三分之一的陶壁板拼合成的新式井圈，使用这种陶井圈、井径更加增大，每节井圈高48厘米至64厘米，径99厘米。

北京地区发现的战国陶井圈每节高27厘米至54．5厘米，径60．5厘米至63．5厘米；外壁印席纹和绳纹，内壁一般是素面，个别的也印有席纹和绳纹，保存最好的陶井有11节，与河北燕下都遗址出的陶井圈大体相同。井底都遗有陶罐。陶罐圆唇外侈，椭圆形腹，周身饰竖绳纹，颈至腹部有几道弦纹，有的颈部印一两个文字。一般口径15厘米、高29．5厘米。

汉代陶井的结构和战国陶井相同，也是用一节节陶井圈套叠起来成筒状，每节高20．5厘米至38．5厘米，径68厘米至91厘米，外壁印粗、细绳纹，内壁印旋涡纹、云纹，也有不印花纹的。陶井口全被破坏，最多的保留16节。每个陶井的底部，都遗有几个陶罐及少量汉半两或五铢钱。陶罐高领折唇，椭圆形腹，腹上有弦纹多道，下部饰绳纹，平底稍向内凹，口径一般12厘米，高23厘米，与北京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陶罐形制相同。

石景山区（魏）戾陵堰、车箱渠、高梁河

西漯水（今永定河）自今三家店出山南流，称清泉河，经梁山（今石景山）。曹魏嘉平二年（250年），驻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组织军士千人在梁山修堰，因附近有燕王刘旦之戾陵，故称戾陵堰。体以荆条编笼装卵石垒砌，底宽7米、高2．4米、长100米，在堰北漯水东岸置水门，分漯水从车箱渠（为长方形石砌引水渠）东入高梁河，起既灌田又分洪的作用，可灌田2000顷。曹魏景元三年（262年），樊晨以军士2000、民工40000重修戾陵堰和车箱渠，引﷩水入高梁河接温榆河，东至潞河（今潮白河），水贯东西，流经四五百里，可灌田万余顷。晋元康五年（295年）山洪暴发，冲毁戾陵堰四分之三，宁朔将军刘弘（刘靖之子）复修，北魏、北齐、唐代都有修复的记载，唐末至五代因长期失修而毁弃。

1991年10月，北京海淀区双榆树基建施工中出土一条古代水道遗址。水道为南北走向，横断面呈斗形，底宽近14米，深约3米，底部距今地表约4．7米，两岸坡整齐，坡度约为30度，轮廓清晰，已出土约100余米。遗址南北笔直，其内流沙与淤泥、草炭层层相叠压，沉积层厚达2米以上。其中可分辨出沙层共有5层，最厚的一层流沙厚达0．83米，沙层宽度在8米以上，下层较上层为宽，流沙层间与厚度不等的淤泥层相隔，沙层两侧是草炭及淤泥。在河相沉积层上面的为褐色淤土，整个水道被1米多厚的灰褐色扰土层所覆盖，由沙层的交错层里表明，水流是由南向北流动，从轮廓特征及沉积层看，应是一条人工修筑的水渠。与此类似的遗址在其南北延伸线上80年代北京大学中关园宿舍楼工地、1991年北京大学物理楼地下管道施工中、1991年北大附中门前海淀菜蔬公司工地都能连贯起来，呈一条由南至北纵贯海淀台地的古渠道。南端起于紫竹院旁的高梁河畔，北端在成府村至清华大学一带汇入万泉河，南段与白石桥路大致重叠，北段与海淀路大致平行。高梁河是北京的一条古老河道，双榆树恰好在紫竹院附近与高梁河相接。双榆树古渠沿白石桥路向南，可在紫竹院附近与永定河至紫竹院的车箱渠故道相衔接。1975年，在紫竹院公园管理处东侧距地表5．5米深的黄沙层中出土一件铁口木锸，其年代在东汉末到北朝时期；同时出土有从西南向东北横向的大圆木（直径约40厘米）及木构件，应是桥梁残件，此正好在白石桥附近与双榆树古渠向南的延伸线相交，向西南延伸，恰与车箱渠故道相会。故这处水渠遗址从时代、特征和地理位置来看，应即是车箱渠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双榆树古渠遗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1000多年前幽州水利工程的壮举；并且为我们解决了车箱渠与高梁河水系研究中的一些依据，对北京水利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张堪庙

张堪庙位于顺义区北小营乡前鲁村的一座菩萨庙内。用庙内的西配殿三间，作为张堪庙，当地俗称张相公庙。

张堪是东汉初年的渔阳郡太守，字君游，河南南阳人。渔阳郡是当时北方的边郡。张堪来到渔阳后，首先击败了入侵的匈奴，威镇边郡，以致匈奴闻其名不敢犯塞，使边境得到安定。他执法严明，“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因此深得民心。他最大的功绩，还在于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于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由于他引进了高产作物，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传授新的耕作技术，改变原来的粗放耕作习惯，从而使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获得迅速提高。狐奴山下变成了鱼米之乡，人民丰衣足食，遗惠后世。

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庙内墙壁上绘上张太守率领军民开水田、种水稻的壁画。过去每年庙会上，人们专为张相公演出民间文艺花会。

朝阳区出土唐代独木船

1990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凉水河北岸淤沙中发现一艘独木船。

古船底距今地表4米，船体呈东南至西北向。船体用一根粗大圆柏木凿成，通长10米，外径1．1米，内径0．9米，船舷厚0．08米至0．1米。船体宽度从船首至船尾基本一致，船首尾的底部略向上翘。船内未见隔梁或隔板，仅在船口部分位置发现一些排得更密集而均匀的铁钉；船首、尾大致为方形，其结构不详，船体外侧加工光滑，舱内侧有明显加工痕迹，似为用锛加工凿造。船舱内出土2件唐代的牙白色釉、实足瓷碗及陶碗。木船应属这一时期，可证凉水河的位置是由唐代古河道位置南移200米，古河道在明代废弃。原古河道水量较大。

完整独木船在北京首次发现，制作较为科学：①为增加浮力和负载空间，船壳雕凿很薄；同时为了防止倾覆，船底明显厚于船舷，并增加稳定性。②船体剖面超过半圆，船舷比一般船舷高，增加负载空间并防水浪打入舱内。③船首、尾底部上翘，便于破浪，提高行驶速度。可补造船史及造船技术之实物资料。

金中都水关遗址

遗址位于今北京市右安门外西南，南距凉水河（金中都南护城河）50米，1990年9月施工中发现，1991年4月发掘，是中都城墙下的水道建筑，城内河水由此入护城河。遗址南北向，距现地表5．1米。通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6米，在南北出入水口，各有“八”字形摆手，摆手长13．35米至13．7米，宽分别为16．1米和12．8米，中间为石板铺就的流水面；两侧是石板砌筑的边墙，残高1．5米，边墙间距7．7米。水关建筑整体为木石结构，最下层基础密植木桩，木桩之上放置排列整齐的衬石枋，衬石枋之上再固定地面石和砌石板墙。木桩、衬石枋、石板之间连接紧密，由榫卯固定。关键部位的石板，用铁钉固定在衬木上，石板之间以束腰铁锭（即所谓银锭锁）相连固定。

此外，在流水面两端出入水口石壁两侧、河岸，均有木桩护关及护堤。在水关边墙两侧，发现有残存的夯土遗迹。下层夯土是用碎石块、石片和加沙黄土组成，上层是由黄土和一层碎石片构成；夯层均匀，层次分明，土质坚硬，每层厚15厘米至18厘米，疑为中都城垣的基础夯土。水关遗址建筑结构坚固合理，与宋《营造法式》的规定相一致，是其实物例证和注释。

金中都水关遗址是目前金中都城遗址中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一处，是近年来北京地区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为1990年全国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都城的建筑布局与结构，研究城内水系以及金代建筑法式、建筑工艺水平，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2001年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的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已于1995年4月23日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庆典仪式时正式对外开放。

（元）张家湾漕运码头遗址

张家湾在北京东南30公里，通州区南6公里。古时，潞河、富河、浑河、里河交汇于此，水势环曲、石桥四布。辽建燕京后曾经此运兵输粮，春季﷪阴狩猎，曾驻跸于此；金建中都，潞河通运，此处已成重要码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通惠河疏凿告成，此处成为水陆要津，时因有漕运总督张（万户）督海运驻此，故名张家湾。明中期通惠河失于修浚，凡南北客货须经运河者，必停此处。嘉靖六年（1527年）疏浚通惠河，漕船经此直达通州。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即指此。此处建有“通济仓”、皇店、宝源与吉庆二榷税、通判都司、巡检司及盐仓批验所等官署。立有皇木厂、木瓜厂、盐场等库，遂形成三村名（木瓜厂今称瓜厂、盐场今称盐滩）；四方盐商来往，百货丛集，形成西店、长店（今称张家湾镇）二个村庄。

白浮泉遗址——九龙池

白浮泉遗址位于昌平区城南2．5公里龙山（又名“神山”，为土石山，直径约200米，高150米）。整个小山林木茂密，明洪武年间在山顶建“都龙王庙”，南麓山下建寺“下寺”，为祭祀、祈雨之用。

白浮泉又名“龙泉”。元郭守敬引白浮水西折过双塔、会榆河、一亩泉、玉泉诸水经瓮山泊至京城西北水门入大都；汇海子，过城，水出南门，至通县入白河，全长80余公里，当年在白浮泉头修建水池围水，水出处有青石雕刻的九个龙头，水从龙嘴喷出，取名九龙池。龙口喷水溅出水花如玉珠，有“九龙戏水”、“九龙喷玉”之称；现已部分修复，但泉水已干涸，无水可喷。1990年公布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西直门（元代和义门）水涵洞遗址

西直门（元和义门）水涵洞遗址，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北段的夯土墙基下。水涵洞是在夯筑城墙之前预先构筑的，涵洞的底和两壁都用石板铺砌，顶部用砖起券。洞身宽2．5米，长约20米左右，石壁高1．22米。涵洞内外侧各用石铺砌出6．5米长的出入水口，整个涵洞的石底略向外作倾斜。在涵洞的中心部位装置着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桩。栅桩间的距离为10厘米至15厘米。石板接缝之间勾抹白灰，并平打了许多“铁锭”。涵洞的地基则满打“地钉”（木橛），在“地钉”的榫卯上横铺数条“衬石枋”（横木），然后即将地钉榫卯间掺用碎砖石块夯实，并灌以泥浆。在此基础之上，铺砌涵洞底石及两壁。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上所记的做法完全一致。特别是用“铁锭”、满打“地钉”和横铺“衬石枋”等做法，是宋元以来常见的形式。

昆明湖发现金、元、明瓮山泊西堤遗址

1991年初，进行颐和园昆明湖240年来首次大规模清淤工程。在施工中对昆明湖底的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现湮没于昆明湖底的古代瓮山泊西堤遗址，并发现许多金代文化遗存。这些发现，对于澄清有关瓮山泊西堤位置，深入研究北京水利史具有重要价值。

金代为解决中都漕运和苑囿用水的短缺，开始由瓮山泊向中都引水。元代，郭守敬主持修筑白浮堰引水工程，将昌平的白浮泉水导入瓮山泊，再向东南引至高梁河上源，以济大都漕运。为此，由瓮山泊至麦庄桥（今蓝靛厂东南）附近筑起十里长堤；因地处京城之西，故被称为“西堤”。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将瓮山泊疏浚拓展为昆明湖，西堤在昆明湖中的一段被拆除，仅存一段也淹没于湖泥之下。此次发现的堤坝遗址，位于昆明湖南湖岛（龙王庙）西北角向西偏北约20度至30度的方向，向西北方延伸在距玉带桥东约150米处转向西偏北约45度方向延伸，并在玉带桥东北约100米处与今昆明湖西堤汇合，全长600多米。在堤坝遗址的中段，距南湖岛约200米处，有一段100余米长的遗址向南突出约30米；其突出部分呈梯形，顶边长约80米，形似城垣之马面。在其东面不远处，有一条大道遗址由堤坝遗址伸向排云殿前的昆明湖北岸附近。

堤坝遗址，以石块和木桩构成，并伴有少量砖块和荆笆遗迹。桩迹最近者0．60米，木桩直径约0．12米，残长0．8米至1米，石块相当于砌墙虎皮石大小，并杂有元代砖块。

在石舫以南，堤坝遗址以北，豳风桥以东的大片区域内，还发现许多金代文化遗存。其最集中的地点在石舫以南约100米到300米处，散布不少陶器碎片和金代沟纹砖块及定窑瓷片等，似为一处聚落和墓葬遗迹。

西堤遗址的发现，有助于澄清瓮山泊西堤位置的争论，也对北京水利史及西郊园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天顺石桥

2001年8月，配合崇文区商业步行街施工过程中，在三里河地区清理一座单孔石桥。从清理出来的现状推测，该桥为单孔石桥，石桥建筑结构分为两期。该桥从周围的地名及环境和史料《日下旧闻考》、《析津志》记载，相互佐证，应是修建于明天顺年间，到明正德时期由桥两端铁山寺僧宗洪募捐重修了三里河桥。

清南岗洼石桥

1994年，在丰台区南岗洼村南，市文物局对北京市公路工程公司京石高速公路三期工程进行基建考古工作。于距离地表2．5米至3米的淤土中，发现了一座保存基本完整的明末清初年间的石桥——南岗洼石桥。

该桥为花岗岩材质的五孔桥，全长44．75米，正桥面最宽处9．55米。桥孔为半园拱形，主孔净跨3．45米，两侧孔依次为3．61米和2．8米。拱券为横联式，眉石与券脸石联为一体。桥墩与卢沟桥相似，迎水面呈舟形，前尖后方，砌成分水尖，高1．45米。桥下铺设海墁石。

石桥发掘出土后，桥头栏板花纹清晰如新，望柱通高1．3米，柱头刻垂莲，抱鼓呈卷云状。尽管望柱及栏板均向南侧倾倒，桥面、桥栏板及桥孔已损坏，显然是最后一次洪水冲刷所致，但石桥的整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见。此桥为明末清初所建，建桥后不久遇永定河泛滥被埋没，为丰台区首次发现的出土古石桥。南岗洼石桥的发现，对研究北京水系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古代桥梁建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该桥已得到修复。为此，京石高速公路三期工程调整了施工方案，改线绕开此桥，使被埋没数百年的古桥重见天日，成为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南岗洼石桥2001年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金古河道遗址

1992年至1994年，配合北京西客站工程建设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定了金中都西城墙自申州馆至莲花池700余米的地下基础；测定了古莲花池东、南、北三面界地，找到一段出水河道及一座湖心岛。还在莲花池东部发现了一条年代早于辽金的古河道，这对水域形成年代的探讨颇有意义。此外还发现了多处辽、金城内的古河道和石桥。

金中都“太液池”遗址

金中都“太液池”遗址位于宣武区白纸坊青年湖游泳场。1995年配合“金王行宫”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3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确定了早、晚两期湖泊的范围和湖心半岛的变动界地。第一期湖域平面约为南北向椭圆形，注水口位于西北，东南有水口，湖心岛位于中部偏西，岛的北、东、南三面与今天的半岛岸界差别不大。第二期湖域范围较第一期内收，东南出水口变窄，第一期湖心岛西侧淤塞形成半岛，水面呈马蹄形。湖心岛中部和西部发现四处夯土基础。其中1号基础居于岛的中心部分，呈南北向长方形，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南北大致占岛的长度的六分之五。从位置和规模来看，该基础应是辽代初建、金代重新修缮的瑶池殿。2号基础规模略小于1号基础，可能是金代营建的鱼藻殿。另外，在原湖底还发现了一口辽代砖井，残存部分距现地表5．4米，口径0．9米。叠压在井口上的洪水沙砾石层，经TL年代测定为距今820年±90年，辽末金初该井遭到破坏。

第四节　窑址及冶铸遗址

怀柔龙山汉铸币遗址

怀柔区城西龙山东坡下，有汉代铸造五铢钱遗址，面积南北长约百余米，东西宽约50余米；因施工遗址已严重扰乱，地面散见冶炼和木炭灰堆积，出土五铢钱正背面陶范40余件。有铜渣、烧土、绳纹大板瓦、筒瓦、“千秋万岁”篆书瓦当及五铢钱等，五铢钱正背面陶范可见已浇铸过的痕迹。可确认，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制范和铸钱的作坊，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铸钱遗址。

应梦山琉璃窑遗址

窑址位于延庆县城北8公里靳家堡之北应梦山上。明《隆庆志》《古迹类》中载：“古窑，有三俱，在应梦山之阴，相传萧太后应梦建寺时，烧造琉璃砖瓦石灰之所见也。”据当地人讲，1949年前尚能看到窑址残迹；但此后的两次文物普查时均未发现，窑址可能早已无存。附近的应梦寺也在1942年被日军烧毁，现仅存庙碑5块和庙之残垣断壁。由于窑场早年设在应梦山阴，附近仅有一条溪，水源不足，交通闭塞，窑的规模并不会太大，所烧琉璃制品，仅能供建寺所用。

龙泉务窑址

龙泉务窑址位于门头沟区东北6公里，龙泉务村北，辽、金时期。窑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20米至150米，总面积为3450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初，该处曾出土三尊较完整的辽三彩瓷佛、莲座，以及辽“寿昌五年”款识的琉璃瓷片。20世纪90年代对其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发现各类型窑址12座，作坊遗址1处，各种火炕8处、灶12处。

该遗址地层堆积丰富。根据土质土色之不同可分为7层。第1层至第3层为耕土层及明、清堆积；第4层属金代堆积层，本层特点为青灰色坩子土层，出土有金大定铜钱；第5层属辽末金初堆积层；第6层淤沙层（遗址西侧不见此层）；第7层属辽代堆积。窑址大多在第5层中发现，其中以Y2、Y10保存较好。Y2平面呈长方形，全长49米，宽3．5米，由火膛、窑床、烟囱等结构组成。Y10形制与Y2基本相同，只是略大一些；全长5．7米，宽2．5米，窑床基座于经过平整的黄土台上，烟囱用残砖垒砌，保存高度50厘米。窑床上铺垫10厘米至20厘米厚的耐火渣土。火膛呈半月形，全部用残砖垒砌，内壁烧结，“窑汗”坚硬。该遗址以生产白瓷为主，酱色釉瓷次之，还有少量的黑釉、三彩釉、绿釉和茶叶末釉粗瓷。器形有碗、盘、碟、盂、钵、罐、炉、灯、壶及小型玩具、围棋子、瓷砚等器皿。花纹装饰以素面为主，其次有印花、刻花、雕花、塑花等手法。其早期作品胎质粗糙，釉色灰白者居多，器内底均遗有4个粗大的支钉痕迹。中、晚期作品较精致，胎质洁白坚硬，釉白而细腻。瓷胎最薄者2毫米至3毫米，满釉、细小支痕，应是辽代白瓷中上乘；花纹繁缛，器类增多，标志着当时制瓷工艺水平不断提高。

元代铸造遗址

1984年文物普查时在延庆县千家店乡河南村东南60米处，发现一面积南北150米、东西50米的元代铸造遗址。遗址地表尚遗留有4个铸造炉灶的痕迹，出土农具铜范3件；除1件素面无字的外，另两件均出有记年款。其一为“至正十九年造”，正面还出“任造”二字。其二为“至正廿七年五月造”。同时伴出的还有铜炼渣、铁片和一些早期的石刀和陶片等。上述铸造生产工具遗址的发现，应为元代铸造作坊的遗址。

小水峪瓷窑遗址

小水峪瓷窑遗址发现于1964年，位于密云县西北20余里卸甲山乡小水峪村西高地上。北面紧靠长城，南面通向华北大平原，西面靠山，东临小溪，小水峪即以此而得名。窑址周围50年代大都被平整为耕地，现只剩下一块南北60米、东西30米没有被开垦的地方，地面尚能看到三处窑址的痕迹。其中一处只能看到火烧土的窑壁，窑均呈圆形，直径约2米，似为“馒头窑”，地表遗存有很多瓷片和窑具。主要烧制白釉瓷兼烧青釉瓷、褐釉瓷，偶见绿釉斑，釉面多有碎小开片纹；从出土标本看，主要有白釉碗、绿褐釉盆、褐釉缸、青釉罐和黄白胎的鸡腿瓶等。碗盆类均叠烧，多施半截釉，胎质较粗，多含有杂质，釉下不施化妆土，个别有生烧现象。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柱、支垫和支托等，均用耐火土烧成。支柱外施有蓝釉或黑釉，窑具胎分灰色、灰白色和土黄色三种，是一座典型的辽金时民间窑场。但金代遗物较少，仅见几件刻有莲花纹的白瓷片和一件内底有涩圈的残碗底部。

1983年，于小水峪村南三里的庄窠村西坡地上，发现一处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金、元时期瓷窑遗址。窑址两侧1．5公里处各有一条小溪，于村南汇入白河，北面是看花山，南临华北平原，东西为耕地和果园。地面上遗存有很多瓷片，就其造型看，有碗、缸、坛、罐等，多赭色釉，属民间用之粗器。据当地群众讲，群众挖地取土时于地表下1．5米处，曾发现过一些小窑，有的还装满器物。此窑产品所用胎釉原料与其他窑不同，独具特色，为过去所罕见。

磁家务瓷窑遗址

磁家务瓷窑遗址位于北京房山区之北15公里的磁家务村北，北面紧靠半壁山，南临大石河。当地产瓷土和煤，交通方便，原料丰富。窑址范围东西约200米，南北约300米，1965年在此修建东西向的矿区铁路时，正从窑址中央穿过。此窑是北京地区古窑中规模最大、烧制年代最久、产品最丰富的一处。据当地群众讲，这里原来是两个村子，西边叫金刚村，东边称瓦缸村，这与《房山县志》记载的“瓦窑村在县北三十八里”的记述相吻合，方位距离恰是现在的磁家务。现在地表和断崖上尚能看到一些瓷片、窑具和炼制釉料的坩埚，从出土的瓷片标本看，制品种类较齐全，内容较丰富。器物造型有碗、盘、罐、瓶、坛、盆、灯和各种动物玩具等，釉色分白釉、青釉、黑釉、青黄釉、酱釉和钧釉等。花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早期碗多平底宽足，中期以后多圈足，制品分粗细两种，细者近似定器；从出土物的造型、釉色和工艺特点可以看出，此窑的烧造年代应为辽、金、元三个时期。辽创烧，金有较大发展，元代停烧。辽代主要烧造民间粗瓷、青釉碗最多，胎质粗劣，一般不用化妆土。器物多半截釉，均叠烧，器内底有支痕，从一些平底碗看，还保留有晚唐风格；到了金代，在胎釉用料和烧造工艺上都有较大进步。胎釉中杂质减少，烧成温度增高，胎开始用化妆土，花纹装饰增多。到了元代，近似定器制品不见，但产品种类和釉色明显增多。地面上遗留下来之大量坩埚和各色熔釉块，呈色有月白、孔雀蓝、孔雀绿和黑色。经清华大学化学系光谱分析，釉料中之黑色是铁，其他分别为铜、铁、铅和铬。经良乡瓷厂在现代瓷胎上试验，在1250°C温度情况下，釉面呈天蓝色，很像元钧窑中的天蓝釉。

海王村琉璃窑遗址

窑址位于北京和平门外海王村。其范围较大，北至西河沿，南至臧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街及桶子胡同（今桐梓胡同），西至南北柳巷。厂甸中间有桥，桥北即琉璃窑。南北较窄，约二里许，东西两头旧有厂门各一，影壁各一，俗称厂东门和厂西门。门早已圮，影壁毁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夏秋间。东门有观音阁，北为火神庙，岁正有庙市；东北门楼上有“瞻云阁”，即厂之正门也。据《刘敦桢文集》载：“现存琉璃窑为最古者，当推北平赵氏为最，即称官窑或西窑。元时自山西迁来，初建宣武门外海王村，嗣扩增于西山门头沟琉璃渠村，充厂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宫殿、陵寝、坛庙各色琉璃作，垂七百年于兹。”从文献记载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情况看，主要烧制各类琉璃建筑构件，其中有各种瓦类、背兽、走兽、套兽、垂脊、撺头、勾头、滴水、仙人等。文献记载，元代琉璃窑一次可烧造3万件白琉璃砖瓦，明永乐初年北京营造京城和宫殿时，大量的琉璃砖瓦就是在这里烧造的。清康熙年间转为民窑烧制，道光五年（1825年），因在城厂窑久废，凡琉璃料件均改为西山窑烧造。琉璃厂的所用原料主要采自京西一带，元代这里水陆畅通，可直接用船运来。

公主坟白琉璃窑遗址

窑址位于北京海淀区公主坟南200米，是1964年和1983年先后于基建施工时发现。窑址范围，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由于建筑物的掩盖不能全面发掘尚难查清。从出土物看，主要有白琉璃砖瓦、绿琉璃砖、绿琉璃宝顶、粉白色檐椽和大量未上釉的砖瓦件，瓦件上大都模印有龙凤纹。此外还有白、黄琉璃器物残件和黑釉瓷片。遗物中还有各种窑具如匣钵、支条等。《元史•百官志》载：“大都设立四窑场⋯⋯营造素白琉璃砖瓦，隶少府监，至元十三年（1276年）置，其中西窑场至正四年（1344年）置。”但没有指出窑场的具体位置。京西羊坊店发现的明成化年间敕建报因寺碑载：“报因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古幽州城西琉璃厂之阳。”碑称“古幽州城西”，当指金中都城西。因金中都城西城墙应在马连道羊坊店一线，羊坊店以东尚存会城门地名，会城门是金中都北墙最西的一个门，属元代大都西郊。此窑址在羊坊店西，公主坟南，称其在幽州城西方位是不错的，而此地于明初就有琉璃厂地名的记载。因此，报因寺碑不失为判断公主坟琉璃窑即为元代至元、至正年所建西窑场的一个佐证。

东北台冶炼遗址

遗址位于北京大兴区东南25公里朱庄乡东北台村（原称铁台村）。据调查，该村南北300米，东西200米的范围内，地下全是炼铁废渣。农民取土时常有炼铁炉出土，炉呈圆形，直径一般多在90厘米、高40厘米左右。现在村东侧还保留有一用炼铁废渣堆起的小丘，群众都称它铁山子。村南门外还有一铁桥，所谓铁桥，实际上也是在堆起的铁渣下面挖空，上边走人，下边流水。桥长3米，宽2米左右，现已废弃埋掉。从所存遗迹看，这里应是一处大型冶炼遗址。遗址始于何时，据史书记载，这里群众多属明永乐年间由山东和山西省移民而来。从移民推断，当地人均称冶炼遗址属明代遗物，由于缺乏史料记载，遗址时代或属明初，尚难定论。

长城砖窑遗址

明代洪武、万历年间，为了防御北方鞑靼、瓦剌少数民族之侵扰，修建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长城，总长约6000公里，是世界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特别是万里长城北京段修建时的大量用砖，烧制地址，说法不一。1984年前后，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协同各区县文物管理所共同组织了大批人力和物力，对北京市文物进行了普查；除发现大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瓷窑和一些石刻、窖藏文物外，还先后在长城沿线的昌平区南口镇雪山村、延庆县四海乡菜食河村、大庄科乡香屯村、西拔子乡石峡村、怀柔区黄花城乡东口楼村和三渡河乡桃峪村、密云县新城子乡墙子路村、东庄禾乡司马台、三道河、后川等共发现明代长城砖窑50余座，石灰窑2座。据当地群众称：这种窑一般分大小两种，大者高约4米，小者高约3米，直径分别为3米和2米不等，均圆形；大窑一次可烧3000块，小窑一次烧2000块。很多砖上刻有记年款和驻军营别，如“万历五年石塘营造”、“万历五年宁夏营造”、“万历五年山东左营造”、“万历五年镇虏骑兵营造”、“万历六年延绥营造”、“万历六年振武营造”、“万历六年曹家路营造”、“万历六年石塘镇路营造”、“沈阳右部头司春防造”、“沈阳营左部二司春防营造”、“镇虏骑兵营造”、“保定左营造”、“河间营造”。从上述款铭和窑的设置地点可以看出，北京段长城用砖不是像传说中所讲由外埠烧成运来，而是在明万历年间修筑长城时由当地驻军就地烧制而成。

古代沙锅器的烧制

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两区是古代沙锅器盛产地区，1949年前京西地区人们常用它来做饭、煮汤、煎药和盛水用，今天不少人还在使用。门头沟安家滩、官道两村烧制沙锅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产品式样最多。其胎料主要使用当地出产的坩子土、煤粉和黄土，胎呈黑褐色，制品规格根据用途不同，分大小3种类型，一般为52厘米×16．41厘米×11．24厘米×12厘米（口径乘高）等。据当地人称，这种烧制沙锅之工艺，历史相传是明代由山西移民时传至此地，而不见史书记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在烧制，后来由于原料成本不断提高，有些做饭用的大型沙锅逐渐被金属制品所代替。

房山地区沙锅器的烧制，据清初《房山县志》《地理物产类》载：“产子坟、庄各村及三流水之杏黄产瓷土。”又载：“房山缸窑久废，各处瓷土甫经发明未能工作，现所成者不过粗种陶器而已，其类有三：瓦盆，此项陶工专烧各种盆罐、鱼盆等物；沙锅，此项陶土专烧各种沙锅及炙炉等物，崇义各村有之，大安山亦有之……”从文献记载看，房山地区沙锅的生产规模相当大，烧制历史大体与门头沟相同；目前除少数村庄有烧制外，多已停烧。沙锅器所以长期盛烧不衰，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群众就地取材便于烧制，并且具有在煮饭、煎药时能保持味道鲜美并不起化学反应的特点。

第五节　窖藏

朝阳门外出土战国货币

1957年3月12日，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战国刀币、布币3876件；其中布币992件，皆为小型平首布，分方足、尖足二式。方足布胯部为正梯形、方肩，面背四周有郭，布首中央有一或二道直纹。尖足布胯部呈半圆形、方肩、布首有直纹两道，个别有一道直纹中间断开。

方足布铸有：平阳、安阳、宅阳、阳邑、大阴、壤阴、乘邑、邾彘、邬、郎、王氏、兹氏、皮氏、﷫氏平周、中都、高都、莆子、﷬子、北屈、害是、屯留、马服吕、丘贝、﷭垣、丰、露、﷮、关、咎如等。
尖足布铸有：武平、武安、晋阳、中阳、阳人、大阴、平周、平州、兹氏、兹金化、郛、邪山、商丘、西都等。战国各城邑多分布现在的河北、山西、河南，属战国的韩、赵、魏地区。

刀币2884件，有明刀和甘丹（邯郸）刀两种。甘丹刀只有117件。明刀又分圆折、方折两种，刀面有“明”字，书写样式变化很大，刀背多有文字或记号。邯郸刀均为直背圆首，刀面有“甘丹”，字体也不尽一致，背面无文字。

货币出土时，是有次序地重叠在土穴中，一捆捆用细麻绳绑扎在一起。据布币和刀币上残存的捆绑痕迹看，布币有4种捆式：①两足和部首捆绑三道；②从胯部斜向两肩捆绑两道；③从胯部斜向二肩捆绑两道，再在布首捆绑一道；④捆绑单一足和布首。刀币捆绑方法3种：①在刀首和刀柄各捆一道；②只捆刀首或刀柄；③在刀币的弯折处捆绑一道。

北京地区出土大量刀、布币的窖藏，在数量和铸地品种上如此丰富尚为首次。

怀柔区出土汉代马蹄金

1975年11月，怀柔区崎峰茶乡孙胡沟村石墙子北坡根石灰岩洞内右上方石缝中出土马蹄金一块半。石洞深两米，由于山岩崩塌，石缝暴露才被发现，未见伴出物，附近未见有遗址，应系早期匆忙间藏匿的。

完整的一枚重236克，底径6厘米、口径3．5厘米、通高3厘米；呈截尖圆锥状，中空，口小底大，底部微凹，腹内有浇铸凸凹不平的波纹，形状类马的角质蹄壳。剪半的一块，与完整的一块属同一类，只是经剪凿对开；因剪凿压力将蹄壳压扁呈半月形，底面刻画有文字，已不能辨认。经鉴定，含金量都是99．3％。

怀柔地区在汉代属渔阳郡，马蹄金在这个地区发现，为研究汉代金质货币的铸造、发展和流通增添了新资料；又20世纪70年代怀柔崎峰茶乡已发现高品位金矿，因此不排除马蹄金即系当地铸造的可能。

石景山区两汉古币窖藏

1986年11月，石景山衙门口村村民在村西京原公路北侧100米处挖地时，距地表50厘米处发现一红褐色陶罐。罐中藏有大量古钱币，其中大部分完好，小部分粘连成块。经清理，共有古钱万余枚，钱文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4种，五铢约占85％。最早的是西汉半两，最晚的是东汉晚期的“四出五铢”。还有剪轮五铢、磨郭钱及阴阳文记号的五铢等。新莽的货泉有6种尺寸，推测该窖藏铜钱可能是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埋藏的。

朝阳区和平里出土东汉窖藏货币

1978年7月，和平里北京化工学院修建教学楼，在距地表1．5米发现高60厘米、径50厘米灰陶瓮，内贮货币约二三百斤，后大部用作基建换铜，少量拨交化验室。计有汉四铢半两钱、武帝五铢钱、东汉早期五铢钱、东汉晚期五铢钱、东汉磨郭五铢钱、东汉剪轮五铢钱、东汉私铸五铢钱等。其中可见剪轮钱为冲凿痕迹。

宣武区出土“永安”铁钱

1975年2月，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北线阁85号院内施工中出土“永安”铁钱一批。在距地表5．5米的黄褐土层中发现辽代沟纹砖三排（因施工所限未能全部揭示），砖为双层顺砌，未用灰浆，砖下0．5米处为土质纯净细黄沙性土。此层出土破碎红陶罐及腐蚀呈块状的成串铁钱，经敲凿极少完整者，有“永安一百”及“永安一千”两种约400余枚。同地层尚出土具晚唐特征的白瓷片。按此地处于西便门南街迤西的郝井台，地属辽幽州城幽都县棠荫坊界内之昊天寺范围。窖藏系建寺前所瘗。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皆为真书，按右左上下顺读。据记载，永安钱尚有“永安一十”、“永安五百”共4种，在清代曾是稀见古币，因史书失载，对其时代曾有争论。因该类钱多在河北地区出土，清末在房山县大安山曾出土大批。今多以永安钱为五代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据幽州时所铸。刘仁恭于唐乾宁元年（894年）为卢龙节度使，据幽州，并在大安山筑馆。天祐四年（907年）后梁朱温令亳州刺史李思安攻幽州时，刘仁恭在大安山，其子刘守光率兵入幽州，击退李思安，自称卢龙节度使；并攻大安山虏其父刘仁恭，禁于幽州。唐天祐八年（911年）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天祐十年（913年），李存勖攻幽州，获刘氏父子杀之。由于大燕为时短暂，铁钱属强迫推行，后世不能使用，所以流传很少，零星出土又无确切地点。北线阁出土永安铁钱，可证其铸造年代应在天
八年八月刘守光在幽州称帝之后，仅行使短暂二年左右。该钱瘗藏时间应为天祐十年（913年）李存勖攻幽州时。又《金史•地理志》校勘记有元好问著《续夷坚志•永安钱》，海陵王建中都时，曾因出土“永安”铁钱，改析津府为“永安府”，以取祥瑞的记载。

宣武区出土铁钱对“永安”铁钱的铸造时间、地点及金曾改析津为“永安”都提供了新证。

平谷区出土窖藏铜钱

1985年，在平谷区西高村西北约40米处的台地上，农民取土时发现一件铁六釜，内藏有约63公斤铜钱。这批铜钱除少部分锈蚀严重外，大部分钱文清晰。经初步整理，其中有少量汉“五铢”和唐“开元通宝”；其余均为宋钱，年号有祥符、天圣、宝元、熙宁、元丰、宣和等。如此大量的窖藏古钱在本地区是首次发现，加之出土六釜的台地周围散落较多辽金时代的残碎砖瓦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的残瓷片，应为重要辽金遗址。

崇文区出土清代台湾官防

1980年5月，崇文区后池西街（原龙须沟）施工中，在距地表2．8米黑色淤土中发现4颗清代官防。

（1）“监督四川夔关关防”，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铸造。

（2）“分理清查松江府属钱粮之关防”，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铸造。

（3）“钦差官员官防”，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铸造。

（4）“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造。

4颗铜关防均为礼部铸造，黄铜质，印文为满汉两种文字合璧，汉文为篆书，印背面及两侧镌刻满、汉两种文字的关防名称、铸造年月及编号。其中“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长10厘米，宽6．3厘米，厚1．5厘米，柄高10厘米，印侧编号为光字一百五十七号；正面四角各铸有长0．4厘米，宽0．2厘米至0．3厘米，高0．3厘米的长方形凸起。形成印面四角支垫，不能盖印文——这是清代铸印制度，因铸印成形后，尚需经修整，镌刻名称、编号等工序，颁发过程中要在各主管部门交接和长途递送，这4个支垫是保证印信未到使用部门之前，杜绝私盖官防之弊。据传，带有4个支垫的新印由礼部颁发至某部或某省以下，凡至主管部门即锉平一个支垫，直到使用单位“开印”，锉平最后一个支垫当即盖印文给上级“呈具印模”；如原有旧印因年久印文不清呈报请领新印，尚须将原有旧印毁去一角，解回礼部注销。

“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是台湾府的军事关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福建省；康熙六十年（1721年）置总兵官镇守台湾府，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升台湾府为行省，始与福建省分治。此印是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铸造的，时台湾尚隶属福建省。福建的最高长官为闽浙总督。总督节制二巡抚、三提督，提督下辖总兵。

总兵亦称“总镇”，为绿营兵正二品武官，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

《清史稿•兵志》载：“台湾镇总兵统辖镇标中营，兼辖台湾北路、台湾水师二协、台湾城守及台湾南路等营。镇标中营，台湾北路协中营、右营，台湾水师协中营、左营、右营，台湾城守营左营、右营，台湾南路营，台湾嘉义营，台湾艋舺水师营，沪尾水师营，噶吗兰营，台湾恒春营，台湾道标，台湾南路淡水营”等。其所辖地区为台湾本岛及北部的花矸屿、北澎湖屿，东北部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东部的龟屿、火烧屿，东南部的红头屿，南部的浪峤南屿，西南部的小琉球屿等岛屿。西部的澎湖厅一带的诸岛屿则为澎湖镇外海水师总兵所辖。
台湾总兵设置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原应有旧官防，以光绪三年（1877年）的官防应是台湾总兵因旧官防印文漫漶而请领的新官防，经准后铸造的；至于没有颁发至台湾的原因，可能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如：“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日本国内乱，来借士乃德枪子百万，（清）政府以十万应之”“五月琉球国王密遣陪臣、赍咨赴闽，诉日本阻贡占琉球等事变”等其他原因，未便更迭新关防，致使新关防滞留于礼部。

这批关防出土于龙须沟，其地与清代礼部库藏无涉；可能是变乱中由礼部库藏中流散者，清末时保留铜官防的人惧怕生祸而弃置的。

“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是有关我国台湾省历史的珍贵文物，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隋舍利函

1987年11月27日，北京房山云居寺在修补石经山雷音洞地面时，于洞内佛座后地面发现一块方石，启开方石露出一竖穴，穴中安放着石函。

石函共5层，层层相套。一层为汉白玉制成，函盖及里面共刻铭文262字，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石经山发现3颗佛舍利的情况。第二层为青石质石函，盖上刻“大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36字。第三层亦为汉白玉石函。第四层为镀金银函，四周线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其内有木质涂绘香珠1颗，珍珠8粒。第五层为白玉函，做工精巧；边长12厘米、高17厘米。函内装有两颗乳白色佛舍利和两颗珍珠。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现隋舍利时，原为3颗。万历之母慈圣皇太后闻知此事后，曾将佛舍利迎入慈宁宫内供奉3天，于八月二十日又放回原处。但现今发现只有两粒，竟少了一粒，其原因尚不明了。

中国佛教界人士将房山石经视为“国之重宝”，隋舍利发现后，更引起佛教界的关注，并称之为“国之重宝”之外又增加了一件重宝。

第六节　塔基

顺义区辽净光舍利塔塔基

坐落于顺义区城南门外的高台地上。1963年3月农民取土发现后，由当时的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员清理。

康熙刻本《顺义县志》的《舆图》和《古迹》等篇对该塔有简略记载，《宝塔清风》一诗中也有“城南雄峙一浮屠”的诗句。但塔被毁已久，仅存基部。塔基为圆形夯土。基址高出原地表3．80米，南北长19米，东西宽15米。地面有散乱的长条沟纹砖、方沟纹砖及特制加工磨成各种式样的装饰砖。塔基中央1．2米深处为舍利函，长2．7米，宽2．65米，高2．4米。函壁用长沟纹砖砌成，底面由方沟纹砖铺地，函顶用五条青石封盖，东南角石条上有直径40厘米的凿孔痕迹。

函中央置石经幢一个，幢通高109厘米，底座为八角形，顶部如八角亭状，经幢上记“⋯⋯维开泰二年（1013年）岁次癸丑四月壬戌朔二十二日未丙时葬，顺州□官李玄锡书”。经幢前靠南侧置长方形佛塔题名石刻，上刻建塔经过及布施人姓名。函内东西两侧分置净水瓶、水注、白瓷罐、白瓷盒、银盒、银座水晶佛塔、漆盘、瓷盏、银饰、铜饰等。北侧堆积铜钱一堆，计2443枚，以当时通用的宋代钱为主，有太平通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等，不通用的其他时代的铜钱以汉代五铢钱和货泉居多。

按经幢及石刻所载，塔名为净光舍利塔，塔院名义林院。于辽代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开始筹划，开泰二年（1013年）四月奠基，约于次年（1014年）建成。

石刻上详细列出供养人情况，特别注明当时的二十几个村落，这些为研究北京史尤其是顺义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郑村辽塔塔基

位于房山区城西南约20公里的北郑村西口路南，建在高约2米的台地上，南向。1977年6月2日塔身出现裂口，次日清晨向南倒塌，因此进行了全面清理。

原塔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残高21．3米。塔下部是基座部分，塔基直径6．2米。其上为两层须弥座。下层用砖雕斗栱，栱眼壁作出“壸门”，内置辽金时代砖塔惯用的雕狮头像。上层须弥座，转角为宝瓶式砖柱，各柱之间立砖柱三，内为“壸门”，置姿态不一的伎乐天，有弹箜篌、琵琶的，有击鼓、吹笛、做挥舞动作的。两须弥座均以叠涩间隔。
基座上承塔身。塔身高14．3米。转角处施抹角方柱，柱下有覆盆式柱础。塔的四正面辟券形假门，其余四面各浮雕塔形建筑二个。各砖柱上施栏额，普柏枋，枋上施斗栱，每面补间斗栱一朵，出一跳，单栱四铺作，令斗栱上出劈竹耍头，这是辽代建筑特点。斗栱砖雕椽檐，再上用砖层层叠涩，挑出塔檐共十三级。
镶砌在塔身上的砖为法舍利塔文字砖和雕花砖。文字砖为红色，表面涂铅粉，正面塑出塔形图案，砖长36．5厘米，宽18厘米，厚3．3厘米。雕花砖为灰色，上雕各种花卉、人物、动物等，一般尺寸为57厘米×26．7厘米×5．5厘米。

塔基内有“地宫”。“地宫”平面为方形，圹底四边长1．20米，圹高1．02米；圹底用方砖平砌三层，东西侧壁共十二层。圹顶盖是中间有一圆孔的长方形石板。“地宫”侧壁无任何雕塑彩绘。

“地宫”内南侧中间，置长方形大理石石函一个，尺寸为79厘米×52．5厘米×54厘米。塔身内出土器物有：八角形石幢一件，幢身八面均刻楷书汉字经文，幢文纪年为辽应历十五年（965年）岁次乙卯四月己亥朔八日丙午巳时建陀罗尼幢常友文镌。在石幢上部有一陶幢居中，四面各立一陶塔。陶幢为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烧造的夹砂红陶。陶塔有圆形及八角形两种，为红、灰陶和由红、黑、白等色组成的彩绘陶。在石幢附近还出土20余件残石造像及泥质佛头像和石刻像。

“地宫”中在石函周围铺地砖上撒有铜钱，共29枚，有汉五铢钱及开元、太平、咸通、景祐等年代的铜钱。

石函内存有器物共33件（不包括水晶珠一串和舍利子一小包）。其中石卧佛一件，系释迦牟尼涅槃像。另有辽瓷碟、银碗、铜碗、银碟、铜镜、铜匙、银佛幡、银宝花、银幡架、银棍等。

1928年重修的《房山县志》曾将该塔记述为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建造的唐塔。但从塔的外部形制、所用的沟纹砖、出土器物的年代，特别是石函刻铭看，此塔为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重建的辽代塔无疑。从石函中随葬佛像及佛教供养物，说明该塔为佛塔而非墓塔。北郑村塔及其出土器物对研究当时的锻造工艺、石刻艺术、佛教艺术以及它和云居寺石经山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

云居寺南塔塔基

云居寺位于房山区南尚乐乡水头村，创建于隋唐之际（一说创于北齐），历代屡有重修扩建。寺坐西朝东，规模宏大，中路有殿宇六进，院落五层，左右有僧房客舍、竹圃行宫，南北二塔分据左右。抗战期间毁于日寇炮火，寺院成为一片废墟，南塔也于此时被拆毁，仅存一座辽代建造的北塔及其四隅的四座唐代小型石塔。

被毁前的南塔是八角形十一层檐的密檐式砖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年）。因当时是为移放云居寺创始人静琬法师秘藏于石经山雷音洞内的佛舍利而建，故名“释迦佛舍利塔”。遗基中曾出土舍利石函一个，据记载里面盛有银质净水瓶一个、刻花铜炉一个、鎏金小坐佛一个、线刻铜佛板两块、大泉五十铜钱三枚、乾元重宝一枚、庆历重宝一枚、熙宁重宝一枚、元丰通宝二十七枚。石函外壁阴刻铭文：“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此石匣内有银净瓶一个，内有释迦佛舍利八粒，颗如粟、白如雪，香炉一个，黄香八两，檀香四两，永为供养，愿益四生俱登觉道。时天庆七年三月一日戌时葬。比丘志兴、比丘法聪、比丘善锐。”铭文所记装藏物与实际出土者不尽相同。

南塔台基北面原有石塔幢三座，和南塔同时被毁弃。中间一座是辽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因铭文中记有“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故应是俗称的压经塔，文中并记有“（云居）寺始自北齐”等语。西北角的一座为次年（1118年）沙门志才撰、惟和书《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塔铭记述辽圣宗、兴宗、道宗时的刻经情况及数量等。此塔幢后经重新组装立于云居寺后开的南门内院中，幢身为八角形石柱，上覆七层八角石檐，基座八面浮雕八仙乐师、飞天、神兽等纹饰，通高4．5米。东北角的一座是金天眷三年（1140年）再次埋藏金代经版时所立的《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记》。以后在大定、明昌间，再一次启开地穴埋入经版。

云居寺从隋唐时期即开始刻制石经版，刻后封存于寺东北1．5公里的石经山藏经洞中。辽金两代刻经事业转盛，经版数量增多。天庆七年（1117年）时由沙门善锐主持，在寺内东南隅穿地为穴，将辽金两代刻造的大小经版，前后分3次埋在地穴中，并在上面筑砖台建石塔，作为藏经所在地之标志。因首次埋经版和修建释迦佛舍利塔是同年的事，且藏经穴和舍利塔又近在咫尺，故南塔常被误认为是压经塔。1957年夏发掘藏经地穴时，出土辽金经版共计10082块。该批经版，经佛教界文物界研讨、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9年9月9日9时重瘗于原塔基地下封存。

密云县冶仙塔塔基

冶仙塔位于密云县城东北4公里的冶山上，称“冶塔仙灯”，是密云有名的外八景之一。

冶仙塔初建于辽代重熙八年（1039年），塔高约8米，平面呈八角形，塔基、身、顶全部为砖雕仿木结构。“文化大革命”中被炸毁。1988年秋，对该塔残基址进行清理。

塔基残毁严重，地面上部已全部不存在。地宫只有南壁保存稍好，其他三面皆倾斜移位。据残迹分析，地宫南北向，门朝南，略成长方形，南北长1．3米，东西宽约1米、深约0．4米。地宫四壁为错缝叠砌砖并涂抹白灰，地面铺长40厘米的方砖。地宫上覆盖长方形青石板（长1．34米，宽1米，厚0．1米）石板中间为一圆孔。

地宫内出土40多件陶瓷器和70多枚铜钱。瓷器有绿釉净水瓶、秘色瓷碟、方形白瓷碟、葫芦形瓷坠、圆形白瓷碟等。陶器均为塔形经筒，已大部分破碎，约30余件。佛念珠1颗、残玻璃器1件。塔基中出土的“绿釉璎珞纹净瓶”，是一件造型、釉色俱佳的辽代瓷器，曾在新加坡展出。

房山区坨里乡“上寺”塔基

位于房山区坨里乡上万村的“谷积山院”寺附近。此地区为金代谷积山院的塔院，原有砖塔四座，均遭破坏。在其中的一座塔基内，出土一个大理石制石函，底盖为子母口，函盖顶部呈覆斗形，盖顶阴刻楷书“大金谷积山院故长老悟玄大师皇统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志”24字，分三行镌刻，铭文四周线刻缠枝花卉。按皇统八年为公元1148年，是金熙宗完颜亶第二次改元的年号。石函内盛有谷积山院的悟玄长老圆寂后的骨灰，并附有印花影青瓷盘一件。此盘与元代枢府窑印花盘的形制、花纹颇为类似，但质地比枢府窑细，釉色也有别于元枢府窑的白色而呈影青色调。此盘出现在金代石函中，为枢府窑的断代提供了新的佐证。

天开塔地宫

天开塔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岳各庄乡天开村东南。1990年6月清理发掘天开塔地宫。天开塔建于辽乾统十年（1110年），为八角形砖塔，塔已残，地宫入口在塔基南部，为方形竖穴天井，底部有券门通入地宫。地宫顶部为穹隆顶，底部为八角形，每个转角处有一组影壁作斗ﷄ。斗ﷄ及顶部均有彩绘，图案以花草、云纹为主。南、北、西三面墙壁上各有题记一处，其中靠门左侧墙壁上的题记为“乾统十年八月五日□县燕谷村刘瑞……”，此应是该塔建造的准确纪年。地宫中间有一座砖石混叠构成的舍利塔。塔中部石函内，自外至内为：铜、银函。银函内装一银质净瓶和一内装5粒“应似舍利”的水晶瓶。此外，地宫内还出土木供桌、供椅、瓷瓶、银钵、银勺、银箸、铜镜、铜铃、石佛、小木佛等遗物20余件。石函、石函座及铜、银函上，均刻有文字，其内容主要记载了该塔建造的历史及建塔捐款的村人姓名。

招仙塔塔基

招仙塔塔基位于石景山区八大处二处灵光寺东南隅。原为辽代咸雍七年（1071年）所建招仙塔。《日下旧闻考》载：“灵光寺右，有翠微寺，无碑碣可考，寺后有塔，十层八棱，俗称画像千佛塔。绕塔基有铁灯龛十六座。”此塔为辽国丞相耶律仁光的母亲郑氏出资，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一颗佛牙而建。辽道宗耶律洪基定名为招仙塔。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毁于八国联军炮火，仅存塔基。

塔基高约4米，呈八角形，底座砖雕刻有塔形图、佛教的缘起偈、祥瑞花草图案以及吉祥鸟图案。

底座之上的须弥座，每角砖雕金刚力士像，头顶斗栱。须弥座束腰部分，浮雕佛像、护法金刚、舞乐仙人及兽头，形态生动，雕工精美。
1900年招仙塔被毁后，塔基曾出现一石函，函内有一沉香木盒，供奉佛祖灵牙一颗。盒外写有题记“释迦如来灵牙舍利　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记　比丘善慧”。

1955年佛牙迎奉至广济寺舍利阁。1964年灵光寺内北院新建佛牙舍利塔落成，佛牙由广济寺奉安新塔，并举行了开光盛典。

西城区妙应寺塔发现文物

1976年唐山地震，妙应寺塔受损。1978年对该塔进行修缮，于塔顶发现清乾隆放置宗教文物，计《龙藏》一部724函、金线织锦僧衣（乾隆帝所着用）、檀木观音雕像、赤金无量寿佛、乾隆手书《金刚经》折等；另发现1937年修塔时匠人放置控诉日本侵略者对北平的侵略暴行的字条及修塔石碣等。现均藏于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